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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臺灣現代形式的舞蹈藝術萌發於日本殖民現代化的社會過程，然而，奠定今日舞蹈
藝術學院化與形成舞蹈藝術場域的重要歷史轉折期，是在高舉反攻大陸的1950

年代。在國民黨反共復國總動員的目標下，政治無可避免插手或管制藝文創作，舞蹈作
為藝文之一環也無法逃脫政策的約束。當時，藝文政策鼓勵創作具戰鬥性的反共抗俄
作品，與能象徵國民黨統治中國正當性的民族舞蹈。因此，臺灣舞蹈史的書寫對此一時
期的舞蹈現象多以政治箝制、牽制舞蹈藝術的觀點總結。本文將此作為提問起點，重
回史料觀察1950－1960年代的民族舞蹈與藝文政策之關係。相較於學者們著重由上
而下指出政治箝制、牽制舞蹈，本文則由下而上觀察與理解當時舞蹈人如何在回應藝
術政策的創作策略上施展能動性，以此豐富民族舞蹈如何可能的想像。同時，進一步
理解缺乏反共經驗與中國舞知識技術的臺籍舞蹈名家如何配合民族舞蹈政策創作民
族舞蹈。本文以貼近舞蹈家創作與表演的經驗為研究基礎，思考政治與舞蹈間迂迴的
互動與辯證關係，彰顯即便在威權體制下，舞蹈作為特殊的藝術類屬，還是有其藝術
思維與技術操作上的自我運作方式是政治難以強迫轉變的。舞蹈家在創作過程所開創
的美學形式更是形塑民族舞蹈風格的骨架，決定民族舞蹈如何被體現與想像的關鍵。

Abstract

Dance as a modern art form in Taiwan originated from the period of Japanese 
colonization, however,  the cold war period of 1950s-1960s was a stage of 

transformation that institutionalized dance and formed the basis of the dance field as we 
know today. During this time, anti-communism and recovering Mainland China was the 
goal of the Nationalistic Government Kuomintang（KMT 國民黨）, hence cultural 
policies were formulated to achieve the goal and so was the policy of dance. The Chinese 
Nationalistic dance created in Taiwan so called minzu dance（民族舞蹈）was the 
product promoted by KMT and its aim was to legitimatize the authority of KMT based 
on cultural nationalism. Scholars who studied minzu dance emphasized its political 
demands and considered that the dance policy limited the creativity of choreographers. 
This research turns this assumption into a question. Instead of talking about how the 
creativity of choreographers were restricted by the dance policy, I analyze documents 
and literature to see how choreographers created minzu dance that was an invented 
tradition, and special attention is paid to Taiwanese choreographers who grew up during 
Japanese colonization and had little experience of Mainland China. By revealing how 
choreographers created minzu dance in terms of their mentalities, the techniques, the 
strategies, I argue that minzu dance was the product of the negotiations between dancers 
and politicians. However, it was the creativity and techniques in dance making rather 
than the policy seeking to shape it that determined how minzu dance was presented and 
perceived.

關鍵詞：文化霸權、民族舞蹈、芭蕾、被發明的傳統、威權體制

Keywords: Authoritarian regime, Ballet, Cultural hegemony, Invented tradition, Nationalistic 
d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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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範圍與問題：以史料為歷史想像的基礎

今日臺灣指稱的舞蹈藝術是日本殖民現代化過程的產物。
1
舞蹈從日治

到1970年代的發展與國家教育或藝文政策緊密相關，甚至拜政治力介入得

到勃發。然而國家的政治權力與舞蹈藝術之關係從來都不只是上對下的單

向操控，在各時期兩者之關係多是相互磨合、攜手合作，其中也暗藏著下

對上的挑戰或上對下的收編。目前學術界對1950－1960年代由官方發起的

民族舞蹈運動的認知大體上是採政治箝制或牽制舞蹈藝術的觀點（下文討

論），本文認為此論點簡化了政治與舞蹈間複雜的合作關係，也忽略舞蹈

有其藝術上（知識與技術）的內部運作系統是政治力難以強迫改變的。本

文觀察舞蹈家創作過程所使用的技巧、懷抱的心態，輔以舞評對民族舞蹈

的評述為證，希望豐富既有研究由政策面討論民族舞蹈可能產生的侷限，

展開民族舞蹈歷史想像的可能。倘若將民族舞蹈的政策規範與黨國政治菁

英
2
提出的舞蹈美學理想比喻為人體骨架，本文希望呈現骨架下舞蹈實踐的

血肉，耙梳舞蹈家編創作品時的理念精神，以建構當時民族舞蹈實作圖景

之一角。

葛蘭西(Antonio Gramsci, 1891-1937)的文化霸權(cultural hegemony)概

念是本文思考民族舞蹈如何可能的架構。以文化霸權的角度思考民族舞蹈

主要用意有兩點：其一是聚焦於誰有創作、展演民族舞蹈的知識能力（也

就是權力），觀察與理解舞蹈家在政策規範下如何發揮創作的能動性。能

動性在本文是指編舞者在所處的社會情勢、藝術政策的規範內可能發揮的

創造力。其二是理解作為被統治者的女舞蹈家（特別是本省籍無反共經驗

者）不但沒有逃避且積極配合官方舞蹈政策，此現象如何可能。據此，本

1 參照郭水潭(1955)。
2 黨國菁英指的是散佈在不同性質的黨國單位組織，協助策劃與辦理各式活動以
此推動黨國政治意識型態，符合威權政體下當時黨國的運作模式。例如負責組
織民族舞蹈推行委員會與籌辦《民族舞蹈》刊物的官方或軍方人士，如何志浩
(1905-2007)、趙友培(1913-1999)、王平陵(1898-1964)、鄧士萍（生卒不詳）
等，這些人在論述民族舞蹈上強調舞蹈與政治、教育之關係，較少針對特定舞
蹈作品在藝術面向上討論。

「體」現中國？：1950－1960年代威權統治下的臺灣民族舞蹈與創作能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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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強調1950－1960年代民族舞蹈的蓬勃是黨國政策與舞蹈家的創意攜手而

成，舞蹈家編創上的能動性與靈活性，以及創發民族舞蹈時發揮「上有政

策、下有對策」的行動策略是本文欲凸顯的現象。系統性地建立民族舞蹈

創發初期如何可能的完整圖像，或一一查證編舞家取材來源
3
皆非本文處理

的範圍。

本文的研究對象以臺籍舞蹈菁英為主，外省籍舞蹈菁英為輔。如此

選擇的原因除了資料的限制（當時舞評評述的對象有指名道姓的以臺籍舞

蹈菁英為多），更重要的是為了理解受西方身體訓練且沒有反共經驗的舞

蹈家如何編創民族舞蹈。只選擇舞蹈名家是因為即使民族舞蹈的參與者眾

多，但是只有具知名度的舞蹈家才有口述歷史得以參閱輔證。這些具有高

度舞蹈藝術知識與技術的舞蹈家也是民族舞蹈創作與表演的領頭者，開創

與示範民族舞蹈的重要貢獻者，其作品也被編為教材供民眾參考。對瞬間

即逝的舞蹈做研究，本文的研究方法是經過大量閱讀當時《民族舞蹈》月

刊(1958-1961)與《聯合報》中民族舞蹈的評述與照片，發覺當時舞評觀點

的共通性。同時，觀察臺灣電影數位典藏資料庫與早期電影
4
中的民族舞

蹈影像，再加上筆者自身的學舞經驗，來理解舞評的觀點。透過文獻例舉

舞蹈家創作民族舞蹈的過程輔以舞評為證，本文論證舞蹈菁英在不違反黨

國推行的民族舞蹈政策規範下，仍具編創展演的能動性，而此能動性可能

「偷渡」
5
編舞者內在情感，或暗藏溢出官方審美品味的可能。

民族舞蹈是國民黨統治政權面臨危機時所推動的文化運動，透過舞蹈

展演促進民眾文化認同以樹立統治合法性的基礎，同時透過眾多的舞蹈活

動做為實際動員、凝聚與提振民心士氣的媒介。民族舞蹈在1950年代是黨

國創造文化霸權之一環，然而此過程中黨國政治菁英並無舞蹈實作能力而

3 在沒有影像、文字和編創者的證詞下，這項工作也難以進行。
4 如《馬車夫之戀》（1 9 5 6年）、《金色年代》（1 9 5 9年）、《苦女尋親記》
（1958年）等。

5 「偷渡」在此可指舞蹈家有意識地迎合反共藝文政策，卻也同時抒發與反共不
同調的內在聲音；亦可指藉由反共藝文政策對舞蹈的提倡，發展自己有興趣的
舞蹈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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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藉他人之手創發。民族舞蹈的創發是由多數受日本與西洋身體教育的女

性舞蹈家們所貢獻，因此出現權力在政治菁英與舞蹈菁英間流動的辯證關

係。其中，政治力難以直接駕馭、指導舞蹈創作展演，且從舞評也可觀察

到當時評論者以戲曲動作為基礎所想像的身體文化與民族舞蹈實際展演差

距極大。民族舞蹈欲作為文化霸權之中介，其創造與傳佈的過程涉及黨國

菁英、藝文評論與舞蹈實作者三方之協商、角力與辯證。概略而言，位居

黨國機要的政治菁英負責舞蹈推行計畫、舞蹈發展走向之藍圖，與論述舞

蹈作為反共復國之必要；舞蹈實作者根據自身內化的美學觀點與興趣，在

相互交流觀摩中順應國策編創舞蹈；舞評者或報導者則根據自身的品味與

對中國舞蹈應該為何的想像批評舞蹈展演。雖然創作富中華文化特色的民

族舞蹈是上述三者共同的目標，然而三者對民族舞蹈樣貌的想像，與可發

揮的效用、目的有差異性的期待。

本文希望以貼近舞蹈家創作與表演的經驗為研究焦點，以例舉的方式

說明舞蹈界領頭的幾位舞蹈家們回應民族舞蹈運動的方式、編舞的心態與

使用的技術方法，以理解受日式與西式身體教育的舞蹈家們如何在稀少的

中華舞蹈文化知識與技術下編創民族舞蹈。標題用「體現」而非「再現」

是強調舞蹈展演中身體表現的實作面向。本文指出即便部分舞蹈取材自俗

民文化，還是必須經過舞蹈家的中介與轉化將之舞蹈化再展演，而此轉化

過程實際上即是編創者與表演者將自己的想法、品味、技術加入其中精煉

而成。為了凸顯舞蹈家的能動性，文中呈現與反共不同調的創作陳述，或

偏離政治菁英對民族舞蹈身體美學的想像，或違反舞評家所認為的民族舞

蹈形象為例子。然而這些例子並非特例，類似的舞評常見於《民族舞蹈》

月刊與《聯合報》這些當時廣為流通的報刊雜誌上。本文的目的不是去指

出政治對舞蹈藝術沒有影響或強制力，而是透過實例的舉證，說明政治與

舞蹈間有多種合作、收編、妥協或挑戰、偷渡的互動關係，同時強調舞蹈

藝術有其運作的特殊性是政治力難以掌控與指導的。而此藝術內部運作的

技術、審美觀更是型塑民族舞蹈形式風格的骨架，決定民族舞蹈如何被體

現與想像、認識與代表中華文化身體展演之關鍵。據此，本文也因採取的

研究視角與選取的材料而形成特定的研究限制，特別是舞作的分析探討多

「體」現中國？：1950－1960年代威權統治下的臺灣民族舞蹈與創作能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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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於舞蹈技術風格，而少將舞作作為文本或將動作作為文化符徵進行政

治教化意涵的詮釋或解讀。

二、文獻回顧

對於1950－1960年代在反共、冷戰局勢中受官方舞蹈政策影響的民族

舞蹈現象，後人評價不一。舞蹈學術界討論民族舞蹈運動時多強調政治力

箝制、牽制舞蹈藝術，舞者出身的陳玉秀是少數對此時期舞蹈藝術成果給

予肯定的學者，她在1995年〈臺灣的表演舞蹈—光復前後〉一文提醒研

究者「當時的表演藝術環境與當今表演藝術，在觀念上，存在著極大的差

距 ⋯ 任何一個人絕無理由墬入時空的距離中，以當代的視覺盲點去批判過

去或未來的肢體藝術」(1995: 12)。陳玉秀提醒研究者對於威權體制下的舞

蹈現象必須貼近當時的時代氛圍、動作技術與審美觀，避免時空錯置地以今

日的舞蹈知識技術批評歷史現象。然而，民族舞蹈的研究礙於1950年代至

今舞蹈審美典範轉移，致使研究者無從進入歷史氛圍體會消失的身體美學。

吳美慧在〈開啟臺灣舞蹈扉頁—從蔡瑞月看臺灣舞蹈的演進與發

展〉(2005: 26)一文詮釋黨國推行的民族舞蹈時指出：「『民族』這張意識

型態的大網罩住了藝術，透過舞蹈競賽來教育、動員群眾，強調合法性，

爭正統性的目的，從另一角度來看，一種制式的模式，壟斷的手段為主的

官僚體系，也將臺灣的舞蹈推向黯淡角落」。吳美慧在此並未多加解釋

的觀點可以理解成國民黨以文化民族主義為政治訴求宣稱統治中國的正當

性，因此舞蹈也必須被民族化成其中具代表性之一環。而民族舞蹈傳播過

程是以競賽為中心動員教育單位參與，透過壟斷式官僚體系的評審選拔，

使參賽者近乎模式化地複製得獎的舞蹈展演，扼殺了舞蹈「應該」展現的

多元與創意。1937年出生的舞蹈界前輩張麗珠(2007: 33)在〈臺灣的舞蹈教

育一甲子掠影(1945-2005)〉認為民族舞蹈是為「反攻大陸、消滅共匪及復

興中華文化而創辦文藝活動 ⋯⋯ 。初期因時代的需求，作品主題得具反共

愛國意識，影響了舞蹈的藝術發展。」類似張麗珠將民族舞蹈視為反共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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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的社會教育功能論，張思菁在《舞蹈展演與文化外交：西元1949－1973

年間臺灣舞蹈團體國際展演之研究》(2006: 76)則指出民族舞蹈「此種偏重

於社會教化功能的政策侷限了當時舞蹈創作的方向與形式，而以舞蹈競賽

方式推廣也造成舞蹈『典範』作品被重複搬演改編，受限於缺乏中國大陸

的資訊以及短期速成的競賽需求，舞蹈家亦不易對民族舞蹈作品進行創新

與深入考據，而使民族舞蹈逐漸僵滯不前。」

此外，趙綺芳(2004: 66)在《李彩娥：永遠的寶島明珠》寫到，1950年

代國府為了反共而推行的民族舞蹈政策牽制了舞蹈藝術的發展，「創作的

自由，在這個時候的臺灣，仍是個奢侈的概念」。盧健英(1995: 10-11)則指

出：「在這整個運動下，政府掌握了所有的資源，舞蹈家的創作思維必須

服膺於這些條件6之下，而這些條件在官僚的人為詮釋下，又第二度扭曲了

舞蹈生態」。再者，盧健英(ibid.)也指出「官辦比賽牽制民間舞蹈社的商業

機制」，使幾乎依賴舞蹈社維生的編創者不得不往民族舞蹈比賽所規定的

舞蹈類型傾斜，以配合民間參與舞蹈競賽的興趣，導致「在如此的競爭風

氣裡，舞蹈界無暇再去思考藝術創作的本質」。親身走過那時期的舞蹈家

李彩娥則有「外行人管內行人」的感嘆（趙綺芳  2004：67）。如此，學者

們對民族舞蹈的觀點多從上而下思考舞蹈受制於政策規範的影響。

學者們雖然指出官方的舞蹈政策牽制了民族舞蹈可能的發展空間，甚

至影響當時舞蹈藝術總體發展的生態，
7
然而當時舞蹈的具體政策為何，並

不見有任何條文式的規章，只有黨國政治菁英在報刊雜誌的論述，與民族

舞蹈主要推行者何志浩將軍對舞蹈類型的分類規範（戰鬥舞、勞動舞、禮

6 「這些條件」根據盧健英書寫的脈絡，是指何志浩將軍所規範的民族舞蹈類
型：戰鬥舞、勞動舞、禮節舞、聯歡舞，與這些舞蹈類型所應具備的美學形式
與精神內容。

7 當時出現於社會中的舞蹈藝術展演除了民族舞蹈外，還有芭蕾與現代創作舞的
演出，特別是芭蕾出現在舞蹈社公演節目中的頻率非常高。盧健英(1995: 11)認
為在官方的壓力與規範下民族舞蹈比賽的作品不如舞蹈家每年在獨立公演中的
作品那麼有藝術價值。如此可知，國民黨雖然提倡民族舞蹈但是也沒有禁止其
他藝術類型的舞蹈上演，民族舞蹈必須具備特定的文化形式與藝術風格，因此
有其自身的美學規範也屬理所當然。

「體」現中國？：1950－1960年代威權統治下的臺灣民族舞蹈與創作能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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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舞、聯歡舞）。黨國政治菁英在報刊雜誌的論述以身體道德的美育為目

標，期望規範舞蹈身體/動作的美學表現（見下節討論）。既有的研究以民

族舞蹈比賽為焦點談論政治牽制舞蹈的現象，且將重心置於比賽的舞蹈類

別規範（與評分標準
8
）。臺灣舞蹈史研究者陳雅萍認為比賽類型規範（戰

鬥、聯歡、禮節、勞動、欣賞舞）
9
限制舞蹈人的創作，陳指出民族舞蹈

「對適當的主題與內容有特定的指導方針，舞蹈形式與臺灣前輩舞蹈家所

受，以自由表達為特徵的創作舞訓練形成強烈對比」(Chen 2003: 41)。如此

的說法也呼應其他學者的觀點，意指在舞蹈類型的規範下，舞蹈家的創作

倍受侷限。雖然陳雅萍認為比賽規範限制了舞蹈家的創作空間，但是她也

強調民族舞蹈是霍布斯邦(Eric Hobsbawm, 1917-2012)所言的「被發明的傳

統」(invented tradition)，舞蹈有其時代性與創發性。那麼，民族舞蹈的產

出在既受規範又被創發的矛盾中如何可能？這個矛盾的觀點在許劍橋(2009: 

23-29)的論文中總結為，第一代舞蹈家10
將其所受的創作舞與芭蕾的精神技

術投入民族舞蹈的創作中，因此民族舞蹈所凸顯的正是臺灣混雜文化的主

體性而非「中國」性
11
。 

總結學者對1950、1960年代民族舞蹈創作受限的觀點，從宏觀到微觀

8 第一屆民族舞蹈比賽，內容25%，技術35%，形式20%，音樂10%，精神10。第
二屆比賽，內容形式合併30%，技術30%，音樂30%，精神及其他10%。（李天
民、余國芳  2005：251、259）從修正的評分標準來看，舞蹈技術的優劣同舞蹈
內容形式同樣重要。

9 根據李天民及余國芳(2005: 251)，民族舞蹈比賽是競賽與表演合為一體，且強調
舞蹈需具有教育與藝術價值。1954年首屆比賽除了規定舞蹈類型需符合戰鬥、
勞動、禮節、聯歡、欣賞五類，還舉例舞蹈類型給參賽者參照，例如戰鬥舞如
《從軍樂》、《木蘭辭》、《劍舞》、《干戈舞》等（曾由憲兵第八團、女青
年大隊、省立第二女中等在台北演出）。這些舞名是讓參賽者對此類舞蹈有想
像與參考的範式，但是新作比舊作受鼓勵。

10 本文所指的第一代舞蹈家是指2 0世紀初受現代化與西式舞蹈身體教育的舞蹈
人。這些舞蹈人想像與定義的現代形式舞蹈藝術與俗民祭典中的身體活動不
同。劉鳳學曾說中國與臺灣各地雖有各式民俗祭典的藝陣，但在她看來，那
不是以現代形式的舞蹈面貌出現，而是屬於民俗藝能或運動（李小華  1 9 9 8：
44）。對劉鳳學而言現代形式的舞蹈與民俗藝能或運動在形式與意義上不同，
屬於兩種不同的概念範疇。「舞蹈」此詞的使用，是2 0世紀初從日文的「舞
踴」發展出來的。

11 然而許文所謂的「中國」性為何，文內並無清楚的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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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分為：1. 與國民黨統治中國的正當性有關，因此舞蹈須具備民族特徵。2. 

與國民黨對臺灣當時的文化治理，特別是倫理道德的文化教育有關，因此

舞蹈展演的身體美學受限。3. 與舞蹈（競賽）的類型規範有關。4. 與官辦

舞蹈競賽牽制民間舞蹈社的商業機制有關。過去研究觀察到民族舞蹈的推

行如何以競賽為中心，將商業機制牽制其中，透過規範舞蹈類型主導舞蹈

參與者的藝術發展。然而，民族舞蹈作為「被發明的傳統」使其即使在規

範之下仍能存在創發的自由度。本文立基於這些研究成果，將焦點放在舞

蹈創作的面向上，觀察在官方舞蹈類型與身體美學規範下舞蹈名家的創作

過程與展演實踐。同時，進一步理解缺乏反共經驗與中國舞知識技術的台

籍舞蹈家如何配合民族舞蹈的政策創作民族舞蹈。

三、民族舞蹈的歷史脈絡與身體美學論述

1950年代是臺灣舞蹈史上的一個重要轉折期，這個時期銜接著由日治

開始萌芽、戰後漸具雛形的舞蹈藝術發展，再過渡到1960、1970年代舞蹈

藝術學院化與專業化的階段。此時期處於兩岸對峙與國際冷戰的局勢，藝文

在反共復國的高唱中成為反攻總體戰中重要的心理與思想戰之一環，舞蹈也

不例外。當時，國府倡導的舞蹈是民族舞蹈，這是按照蔣中正於1952年提

出的「復興中華樂舞的訓示」而推動的舞蹈政策（李天民、余國芳  2005：

225）。民族舞蹈一詞是因應此特殊時局所創發出的舞蹈類屬新詞，雖然詞

是新創的，然而包含其中的舞蹈類型卻是參照當時少數已出現具民族特色

的舞蹈。換言之，民族舞蹈並非官方憑空想像出的舞蹈類型，或空想推論

舞蹈能發揮怎樣的社會作用，而是奠基在如下的歷史經驗上所提倡：1940

年代中共在延安推動秧歌舞的勃發；二戰末期到戰後初期民間歌舞的盛

行，
12
甚至以歌舞做為反國民黨政治運動的一部分（如臺大麥浪歌詠隊）；

12 參照曾健民(2014)。

「體」現中國？：1950－1960年代威權統治下的臺灣民族舞蹈與創作能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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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中藝術工作隊的經驗
13
。然而，直接引起民族舞蹈擴大提倡的可能與1952

年7月民政廳長楊肇嘉舉辦的「改進山地歌舞講習會」有關（文後說明）。

1950年代國府提倡的民族舞蹈是不同於一般由單個民族所舞動，具有

文化歷史特殊性的民族舞蹈(ethnic dance)。當時所稱民族舞蹈包含的舞蹈

種類，涵蓋1949年之前國民政府主權下地理範圍內的各民族舞蹈，統稱中

華民族舞蹈。民族舞蹈一詞無中生有的提出，不但與打造國族文化作為反

共的正當性有關，也反向彰顯了此詞提出下的臺灣（與中國），具中華民

族特色的舞蹈不多，反而是西洋舞蹈廣為流行。生於江蘇省、隨國民政府

遷台，任文化學院第一屆舞蹈科主任的高棪(1908-2001)說：「民國出生

的人根本就不知我國有舞蹈，當時看到的，不是日本舞就是歐美的舞蹈」

（高棪  1984：108）。黨國政治菁英或文藝人士提出要創造具中華民族之

倫理與道德形式的民族舞蹈，不只是與西洋舞蹈競爭，更重要的是為了

「清潔化」當時被官方認為是賣弄色相、衣著清涼的表演性舞蹈，與「不

合民情」、男女相擁的社交舞
14
，和搖擺臀部的舞會舞蹈（例如，加力騷

c a l y p s o）（毛定元  1959：21）。時任聯勤總司令石覺(1959: 16)認為「一

般舞蹈，雖然也能抒發感情，表現合群，增加美感，然而卻缺乏情慾的節

制力，難免流於綺迷放縱，對於人的生活是力少害多。唯有民族舞蹈富有

高尚的情操，和諧的規律，純潔的表情，剛健的意識，使舞者觀者都生出

發揚蹈厲的精神，齊莊中和的意志。」此陳述即是指出相異於其他類型的

舞蹈，民族舞蹈的特殊性與值得推廣之處是身體動作與舞蹈展現的衣著裝

飾、美感姿態具情慾節制力，因此民族舞蹈的舞容風格是其他舞種所不具

有的。當時為彰化縣政府督學宋協邦評民族舞蹈競賽時指出，日本舞、西

洋舞的特色必須排除在民族舞蹈之外，理由是這些舞蹈的舞姿舞容不合中

正端莊的身體禮儀。宋協邦(1958:  22)說「我們要堅決的拒絕，把西洋的

13 參照李天民、薛玉娥整編(1995)。
14 民族舞蹈的主要推行者何志浩將軍(1960a : 2)在詠民族舞蹈的詩句中寫到「交際
場中易放縱，狐步迷人人視腐。時代少年喜倣摹，世風日下徒自苦。」可見何
志浩欲以民族舞蹈的推行和當時受青年男女喜愛的社交舞競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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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搖擺』『阿飛』舞裏面扭屁股、飛眼、弄鼻、擁抱，那些極度粗野而缺

乏真、善、美內涵的怪樣子，和東洋（日本）藝妓，屈膝獻媚帶有妖氣

的邪樣子，混進我們的民族舞蹈裡面來」。民族舞蹈主要推行者何志浩將

軍(1959: 2)也曾在舞蹈比賽評判會的講稿上指出扭腰擺臀、媚眼橫飛的動

作都有失民族舞蹈的高雅風格，因為古代仕女雍容華貴，行為舉止謹守分

寸。而「扭腰擺臀、媚眼橫飛」的動作也可看作是破壞中華文化倫理道德

的情色化動作。以上政治與教育菁英的陳述顯示他們對民族舞蹈的關懷不

只考慮標題與舞意是否符合何志浩提出的舞蹈類型規範、舞蹈是否為中華

文化之一部分，舞蹈展演的形式風格（例如動作或服飾的體現）也是民族

舞蹈的重要考量標準。

官方推行民族舞蹈的核心觀點仿效周代的禮樂政治，透過歌舞來教

育、秩序化與團結民眾，強調樂舞有「正民情、弼政教、合禮節、和萬

邦」之治理作用（何志浩  1961：19－20；李天民、余國芳  2005：223）。

舞蹈被論述為調節情緒、平衡精神生活的中介，因此其身體與動作美學在

相對保守（相對於西化與草根性的俗民活動）、規矩的動作中展現活力與

歡樂，或體現泱泱大國的氣度。民族舞蹈被想像為透過身體美學為中介，

陶塑國民身體道德與思想，潛移默化個體與群體的倫理秩序。於是，中共

的扭秧歌被排除在民族舞蹈的美學規範外，排除的原因並非是扭秧歌不屬

於中華民族的樂舞，而是其舞蹈風格「醜惡卑劣」（蔣中正語）。扭動腰

臀舞動的秧歌舞在《民生主義育樂兩篇補述》中被蔣中正貼上「破壞國民

的美感和倫理觀，達成他毀滅中國民族文化的目的」（秦孝儀主編  1984：

253）。換言之，身體道德的喪失，會導致民族精神的沉淪、造成中華文化

的消失，而此將危及以文化的特殊性作為建國立國之基礎。在國民黨以文

化認同等於政權認同的文化民族主義前提下，反共的正當性是建立在「優

秀」的民族精神與文化的延續與保護上，秧歌舞連同西方「情慾化」的舞

蹈都可能危害善良的民族精神，因此皆必須改善或排除。如此，國民黨否

定西方舞蹈或秧歌舞作為大眾舞蹈的原因都是以舞蹈身體的「情色」化、

不適合民情、恐有敗壞倫理道德之嫌為理由。民族舞蹈不只需具中華文化

特色，還要避開雖屬中華文化卻與秧歌舞類似的俗民舞蹈。

「體」現中國？：1950－1960年代威權統治下的臺灣民族舞蹈與創作能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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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此，國民黨的民族舞蹈並非真正包容中國地理範圍內各民族的各

式舞蹈，而是有選擇性與排他性；與中共扭秧歌類似的民俗歌舞被排除在

外，或者這類舞蹈需要被「仕紳化」
15
為保守亮麗的形式，去除腰臀扭擺的

動作，著重手部動作、臉部表情、配上華麗細緻的服裝。因此，民族舞蹈

在黨國的理想中是需要經過揀選、改編，甚至創發而成。舞蹈中的身體與

動作該如何展現，同時與國族認同、美學倫理、道德政治鑲嵌。舞蹈的身

體與動作美學雖然沒有條文規定，然而從政治菁英對舞蹈的許多論述中可

以觀察到，民族舞蹈的政策規範除了學者已提出對舞蹈類型的框限外，身

體動作、衣著表象等構成舞蹈美學的基礎元素也是評量民族舞蹈是否合乎

黨國對舞蹈想像的標準。

舞蹈的「清潔化」也可見於1952年7月民政廳長楊肇嘉舉辦的「改進

山地歌舞講習會」。根據趙友培(1959: 4)的說詞，民族舞蹈是根據1948年

南京中訓團
1 6
樂舞小組的經驗，再加上1 9 5 2年7月民政廳長楊肇嘉舉辦了

「改進山地歌舞講習會」的成果推行。南京中訓團的樂舞狀況，目前尚待

更多資料來理解其發揮的功能。然而，為期一個月的「改進山地歌舞講習

會」可視為是民族舞蹈推行的實驗。當時國民黨推動「山地人民生活改進

推動辦法」
17
，1952年的山地歌舞「改良」可視為其中之一環。根據此次

講習會的主要參與者李天民
18
的說詞，其宗旨如下：「1. 寓教育於歌舞，一

15 廣義的「仕紳化」可理解為中產階級透過挪用的方式把原來屬於底層階級的文
化實踐轉化改造為中產階級展示自身品味的中介。(Ha lnon 2002: 511)民族舞蹈
的創作材料中挪用了少數民族的樂舞或俗民文化的宗教慶典材料，將之「清潔
化」、精緻化、藝術化為舞蹈作品。

16 中訓團為國民黨訓練中上級黨政人才，團長為蔣中正。
17 「山地人民生活改進推動辦法」1951 年公佈，分三階段實行：第一階段(1951-

1954)為「改變山胞不合理生活即改革山地不良習俗，推行國語，改進衣著、
飲食、居住、日常生活風俗習慣」，第二階段(1955-1959)為「輔導山胞經濟與
文化教育之發展及地方建設」，第三階段(1960-1965)為「充實山地人民生活內
容，提高生活水準」（臺灣省政府新聞處　1965：肆25－肆29）。

18 李天民(1925-2007)曾就讀滿州映畫協會演技科，1948年底國共內戰時由東北來
臺。1950年代民族舞蹈主要倡導、推行者，民族舞蹈推行委員會要員。1970年
臺灣藝術專科學校（今臺灣藝術大學）舞蹈科創科主任，歷任多屆中華民國舞
蹈學會理事長，著作頗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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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啟發山胞之天才，一面藉收推行國語之效果。2. 提倡正當娛樂，鼓舞增

產情緒。3. 在歌舞中融合中國民族文化精神，灌輸反共抗俄意識，並剷除

日據時代毒外之殘渣。4. 促進山地歌舞藝術之進步。」（李天民、余國芳 

2005：286）山地歌舞「改良」是將山地歌舞的內容融入中華文化精神，透

過重整舞蹈形式達到官方期待的動作審美標準，名之為「促進山地歌舞藝

術之進步」。這呼應了民族舞蹈推行目標－發揚中華文化下的各族歌舞，

但是各地俗民歌舞必須經過舞蹈專家改編重整「清潔化」化後，才符合官

方對舞蹈形式的美學想像。

根據李天民及余國芳(ibid.: 286)所言，「改進山地歌舞講習會」不僅原

住民參與者踴躍，其樂舞也獲得重整與制訂，更將原本歌曲中虛詞的部分

以國語填上歌詞，還做了一次盛大的勞軍與招待各界的演出。同時，此次

講習會不只作用於原住民，軍隊團康生活也從此獲利。改編自原住民歌舞

的聯歡舞，成為女青年大隊帶動軍中士兵康樂活動的素材，透過簡單易學

的歌舞提振士氣，也符合蔣經國提出軍中康樂的目標，以康樂活動穩定軍

心的需求。李天民(ibid.: 225)也認為民族舞蹈的推行是因為蔣經國到金門喜

見兵士們跳由原住民舞蹈改編成的大眾聯歡舞而決定推動。這也證明了舉

辦「改進山地歌舞講習會」不但是國民黨治理原住民樂舞文化的中介，還

將原民舞蹈整理為民族舞蹈類型之一，增加軍隊歌舞娛樂活動。此挪用原

住民樂舞加以重整再將之大眾化的推行經驗，與蔣中正1953年在《民生主

義育樂兩篇補述》中的舞蹈發展藍圖
19
有相同的運作邏輯，都是將原有的俗

民舞蹈加以挪用、改編，再擴大推行，甚至企望最終還能以官方欣賞的美

學形式反過來影響原來的樂舞生態，使樂舞成為寓教於樂的傳播中介
20
。

19 《民生主義育樂兩篇補述》寫到：「禮失求於野，我們中國邊疆以及各地許多
宗族都有優美的舞蹈，我們應該研究應該發展，應該作為國民教育中的一個重
要科目來普及一般社會。」（秦孝儀主編  1984: 253）

20 雖然民族舞蹈推行委員會於1 9 5 2年1 1月成立，但是在1 9 5 0年中國文藝協會成
立之際，舞蹈即是其中一個部門，不論是大眾聯歡參與式或是表演性質的舞
蹈，皆被官方視為有振奮人心、提升士氣的功效，是1950年代低迷社會氛圍的
一劑既經濟又有效的振奮劑。反共之戰不只是軍事戰還是心理與文化之戰，後
者為前者奠定堅實的反共信念。大型歌舞晚會的展演壯大並凝聚群眾的反共意

「體」現中國？：1950－1960年代威權統治下的臺灣民族舞蹈與創作能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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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9 5 2年1 0月由國防部總政治部主任蔣經國指令設計委員會何志浩將

軍，召集行政、民政、教育等國家單位討論籌組民族舞蹈推行委員會
21
，委

員會於11月成立。委員會以廣納藝術家、舞蹈家，舉辦舞蹈示範展演、開

設以學校師生為主、一般大眾為輔的舞蹈研習營、開辦中央與地方的舞蹈

比賽，輔以發行舞蹈刊物、演說宣傳的方式，以全民為對象，在學學生為

主要目標，推廣民族舞蹈。在民族舞蹈推行之初，大眾化的聯歡舞與表演

形式的舞蹈類型同為推行之訴求，甚至前者被重視的程度更甚於後者。這

是因為民族舞蹈推行委員會的主席為何志浩將軍，他的核心關懷是讓軍中

士兵們能夠藉由舞蹈活動不只獲得娛樂效果，同時也能提振士氣與強化團

體凝聚力，因此大眾聯歡舞的作用要比表演性舞蹈更實際。
22
然而，礙於民

族舞蹈推行的機制（舉辦比賽與表演），與其中核心實作者們（也就是舞

蹈與舞評家們）對舞台化舞蹈的興趣，大眾化民族舞蹈的編創在1950年代

並未受到舞蹈家們重視與投入，並於1950年代末期被西式土風舞取代。23
而

日益精緻與典範化的民族舞蹈則成為臺灣舞蹈藝術重要類型之一，也是勞

軍活動不可缺的節目。

志，小型的展演則是不斷的提醒觀者中華文化的價值、特殊性與反共之必要。
同時，大大小小的舞蹈演出與實作活動也是動員群眾的中介，例如首屆的民族
舞蹈大競賽演員就高達5 , 7 0 0多人，觀眾計逾3 0 , 0 0 0人次（李天民、余國芳　
2005：250）。當時由上而下舉辦的軍民聯歡晚會、社教運動表演、節日慶典活
動、機關部門的團康活動非常多，舞蹈展演不失為一種觀者與展演者集體動員
之策略。作家杏林子(1942-2003)回憶十歲時在北投七虎球場一場軍民同樂晚會
時指出，那一場軍民聯歡晚會「軍和民都是被抓官差而來，樂不樂只有自己知
道」（蕭靜文舞團編　2005：14）。因此，藉由舞蹈表演動員群眾到場觀看，
美其名為軍民同樂，實質上卻也是散布官方意識型態與檢查群眾治理成效的方
法之一。

21 民族舞蹈推行委員會於1964年認為階段性目標已達成，更名為「中華民族舞蹈
學會」，同年，中國文化學院第一屆舞蹈專科開辦，為舞蹈專業與文憑化之始。

22 參照何志浩1953年由軍聞社發布在《聯合報》的〈推行民族舞蹈之意義〉。何
志浩說：「我們的動機全盤為了提高部隊的康樂活動，使戰士們在軍隊過一些
快樂的日子，研究一種使戰士們一面好唱一面會跳的方法，所謂載歌載舞，使
部隊生動活發起來，於是想起發動軍中推行民族舞蹈的計劃。」

23 1958年美國土風舞家李凱．荷頓(Rickey Holden, 1926-2017)來台教授土風舞，此
後引發了青年學子對土風舞的興趣。《民族舞蹈》月刊在1959-1960年刊登了許
多西洋土風舞的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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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舞蹈推行初期所涵蓋的舞蹈類型為中華文化下各民族的舞蹈，但

是到了1950年代末以漢民族的戲曲為基底的表演性古典舞被尊為國舞，重

要性遠超過其他少數民族的舞蹈（李天民、薛玉娥整編  1995：69）。然

而，國舞的技術性與精緻度需要專業訓練，逐漸成了精緻表演藝術。也就

是說，民族舞蹈的發展過程與初始的目標有偏差，原初官方期待大眾化舞

蹈的蓬勃，結果卻是精緻化舞蹈的勃興。表演性舞蹈因為官方的鼓勵與每

年舉辦盛大民族舞蹈競賽而在民間掀起一股學習（民族）舞蹈的風潮。當

時從中央擴散到地方的民族舞蹈競賽，雖有不少學校與民間舞蹈社是在教

育局要求下參加，
24
但是也有熱心且自願參與的團體。

四、以文化霸權理解與分析民族舞蹈

國民黨推行民族舞蹈的現象可藉由葛蘭西提出的文化霸權概念來理

解。葛蘭西指出統治集團不能只靠武力或強制力維持政權，還必須運作一

套讓人民心悅誠服、甘願接受統治的文化道德系統。文化霸權即是以文化

與道德來合理化統治集團領導地位的正當性以維續其支配權。實作策略

上，葛蘭西認為為了讓被統治者接受統治者的道德與價值系統，統治者也

必須吸收被統治者的興趣與文化，但是並非原封不動的吸納，而是經過重

組、調整、改編，使之成為對統治者有利的文化道德觀，同時又能讓被統

治者接受。甚至統治者在必要但是不危及其核心利益的情況下也會讓步或

與被統治者協商來宣稱自己代表了對立團體的利益。如此，統治者就有了

知性與道德的領導權，即文化霸權(Gramsci 1971: 12, 57, 161; Lears 1985: 

568, 571)。

24 根據李天民對1954年第一屆民族舞蹈競賽的紀錄，首屆在台北舉辦，因此台北
市各大、中、小學校與幼兒園每個單位至少參加一個節目，其他各縣市則自由參
加。（李天民、余國芳　2005: 251）1957年民族舞蹈競賽擴散到各縣市辦理初
賽後，再進行全省性的決賽。此外，臺灣省49年度全省民族舞蹈比賽辦法即規
定各縣市立案舞蹈社應一律參加比賽，成績過差者由各縣市政府（局）報請臺
灣省政府教育廳吊銷其登記證。參閱（民族舞蹈編輯委員會　1960：12－13）

「體」現中國？：1950－1960年代威權統治下的臺灣民族舞蹈與創作能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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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葛蘭西而言，被統治者接受統治者的文化道德系統是一個複雜的過

程，其中夾雜認同或冷漠、聽從或反抗的不確定性，且根據不同的人出現

差異反應。統治集團也無法保證文化霸權能夠有效滲入各種職業群體中，

主要是每個群體有其一套受文化、教育、經濟等影響的世界觀，葛蘭西稱

為「自發的哲學」(spontaneous phi losophy)，它包含藏在如語言、常識、

民俗信仰當中。自發的哲學是行動者對世界所具有的特殊情感、觀點、偏

見，這些不一定和公領域中的權力結構關係所形塑出的價值有關，但是也

無法完全脫離(Lears 1985: 570)。因此，葛蘭西的文化霸權並非是上對下穩

定的權力關係，其支配與被支配間的關係蘊含變動與開放性。T. J. Jackson 

Lears(1985: 572)指出文化霸權的主要問題在於「誰有權力？」。「誰」在

葛蘭西的概念中包含相對有權力者，例如牧師、老師、新聞記者或某領域

的專業人士等等，這些人都對形塑特定的社會價值有所貢獻。「權力」則

運作在政治、經濟、文化等各個社會面向，權力透過排除、忽略分歧的意

見，或將現象貼上負面標籤來界定什麼是常識。

本文以文化霸權的概念觀察民族舞蹈如何可能用意有兩個。其一是理

解作為被統治者的女舞蹈家（特別是本省籍無反共經驗者）不但沒有逃避

且積極配合官方舞蹈政策，此現象如何可能。其二是說明在官方舞蹈政策

下，舞蹈家的創作能動性如何展現，又，這些表現方式如何被黨國吸納、

調整再傳播為對黨國有利的文化霸權。葛蘭西的文化霸權討論統治者在不

危及其核心利益下與被統治者間協商、妥協、吸納、調整的互動過程，據

此，文後的例舉說明將呈現官方作為政策主導者與舞蹈家作為政策配合

者，雖然各自的興趣、行動、利益不同，但是卻能攜手共創民族舞蹈的運

作機制。官方制定舞蹈政策方針，卻吸納、妥協地運用舞蹈家所創作的民

族舞蹈；舞蹈家雖然配合政策規範，卻表現出創作的積極性與能動性。民

族舞蹈如何可能的現象生動化文化霸權的運作機制，鮮明化執政者推行民

族舞蹈的策略並非只是由上而下的單向操作，必要時也出現妥協讓步，藉

此讓舞蹈家深信官方舞蹈政策整體上是和她們的舞蹈興趣相符。而此正是

民族舞蹈運行過程中文化霸權概念的展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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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複雜化威權政體中政治與藝術間看似由上而下的權力關係，本文

將焦點放在民族舞蹈實際運作過程，探問Lears提出的重要問題—誰有權

力（知識、技術）去創造、展演、評判、傳布民族舞蹈。就民族舞蹈的創

發，黨國菁英不是自己創造屬意的民族舞蹈，而是透過一群受日式教育、

以女性為主的舞蹈家「負責」創作民族舞蹈。如此，有權者就不只是黨國

菁英，還有創造與表演民族舞蹈的舞蹈菁英和藝文評論者。此三群人各有

其權力運作範圍，黨國菁英握有舞蹈政策決定、執行與部分篩選舞作的權

力；舞蹈菁英則握有編創與表演的知識與實作能力；藝文評論者則以文字

評價與宣傳舞蹈。此三群人除了負責的工作不同，其自身對舞蹈的興趣、

美學觀、理想也不同，特別是受日式身體教育的本省女性舞蹈實作者與多

數為男性、外省知識分子的政策規劃者、藝文評論者，因為相異的生命歷

程所以「自發的哲學」也有差異。然而，舞蹈畢竟是實作的技藝，即使黨

國菁英有篩選舞作的權力，
25
可供篩選的舞蹈之所以可能也得靠舞蹈家創作

表演，唯有創作出眾多的舞碼才有可篩選的基礎。官方舞蹈政策雖然指出

創作展演的方向，然而掌控編創表演的核心操作人員是舞蹈人，黨國政治

菁英很難插手實際的舞蹈創作過程。
26
更甚者，舞蹈家可以在政策規範下

表面上以政治正確的主題與舞意，實則以動作偷渡或抒發內心真實的情感

（文後說明）。然而，即便舞蹈家享有創作的能動性，且此能動性有時還

溢出黨國的舞蹈理想，但是透過官方對舞作的收編、調整、再製，民族舞

蹈乃是黨國建構與散播文化霸權的有力中介。

根據文化霸權對統治者與被統治者間互動關係的解釋，下文將說明

舞蹈家們積極且盡力編創民族舞蹈的現象，與舞蹈作品如何透過官方的篩

選、收編、調整成為廣為流傳的民族舞蹈。本文關注舞蹈家採取的創作方

25 在民族舞蹈競賽中，評審人員不只有黨國菁英還有藝文界人士，甚至是舞蹈圈
內人（李天民、余國芳　2005：252）。

26 至於鮮少被研究者注意的舞蹈評論者對民族舞蹈的興趣也與黨國精英不同。舞
評人士多為文學與戲劇家，他們以中國戲曲為參照，關注舞蹈藝術的形式風格
與意義之關聯，且提出編創民族舞蹈可行與不可行的大方向。舞評們透過文字
提供社會大眾認識與想像民族舞蹈，也間接對舞蹈實作者的編創與表演有觀點
上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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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同時分析評論者對作品的評述來論證舞蹈家在民族舞蹈創發過程中的

積極性與能動性。黨國菁英所設定的政策規範將被視為是舞蹈家編創展演

過程中依循或溢出的框架。
27
本文將焦點放在編舞者逾越、溢出政策規範的

例子與編創表演過程的創發性上，自然會凸顯舞蹈家在此時期的能動性、

彰顯她們的重要性，但是這並非指政治對舞蹈沒有影響力，而是透過史料

重新檢視1950－1960年代的民族舞蹈，提出一種不同於既有論述的視角與

創造一個歷史想像的可能性。

五、被發明的傳統：舞蹈家對民族舞蹈的想像

根據文獻回顧，晚近舞蹈學者給予1 9 5 0－1 9 6 0年代民族舞蹈初創期

的官方舞蹈政策相對負面
28
的評價，這些評價的衡量標準建立在舞蹈為一

門完全自主獨立的藝術，因此藝術家的創作理應不被政治干涉地享有創作

自由。此強調藝術自主性的想法源自19世紀歐洲浪漫主義藝術思潮，其形

成與當時工業化、資本主義化社會中藝術品成為市場交易的商品，藝術家

脫離贊助者的支助，成為自我雇用的獨立個體有關(Wolff 1992: 11)。也因

此，藝術創作自主的可能是有其社會條件的。在當代的舞蹈藝術論述中，

藝術家創作的自主性與自由度成了評量藝術品價值的（附帶）標準之一。

然而，即便在威權體制下，藝術創作的自由度與產出的藝術品質也不一定

有絕對的關係。晚近學者對政治插手或管制舞蹈藝術有嚴厲的批評，認為

如此將限制藝術家的能動性與藝術創作的自主性。然而，民族舞蹈的類型

規範與身體美學標準是否能框限舞蹈家創作的能動性？以下從舞蹈家的舞

蹈興趣與生命經驗談起，再進入編創過程與展演藝評的討論。

既有的研究指出官方所規定的舞蹈類型規範（戰鬥、聯歡、禮節、勞

27 此框架隨著實際舞蹈現象的發展，在1960年代末期也逐漸為政策決策者、舞蹈
家與舞評者共同再修正與建構。

28 舞蹈界給予民族舞蹈運動的正面評價是，民族舞蹈運動帶動臺灣舞蹈藝術的蓬
勃，為往後的舞蹈藝術發展奠定了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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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欣賞舞）框限編舞者可發揮的創意，然而本文認為這些舞蹈類型規範

並不足以侷限舞蹈家的創意，因為規範並不嚴格，每個類型下都有很大的

發揮空間，特別是舞蹈比賽中還有欣賞舞這個強調藝術與表演性，但是卻

沒有主題限定的模稜類別存在。再者，民族舞蹈正如霍布斯邦所提出的概

念「被發明的傳統」，因此舞作必然有其創發性，而這也意味舞蹈創作過

程創作者與表演者有極大的發揮空間。

霍布斯邦指出創發傳統與民族國家的形成有高度關連，創發傳統是

為了支撐民族國家想像共同體的歷史建構，其重點在於傳統是為了當下的

情勢再造，創造傳統的過程含有明顯之現在所欲求的目的。由於創造傳統

的動機涉及現在所處的情勢，因此新舊傳統之間並非自然直接的過渡。霍

布斯邦在《被發明的傳統》(The Invent ion o f Tradit ion ,  2002)的導論就指

出「傳統的創發其特殊性就在於：這樣的傳統與過往歷史的關連性是人工

接合。簡言之，被創造的傳統是對新時局的反應，卻以與舊情境相關的形

式出現，或是以類似義務性質、不斷重複的方式建立自己的過去⋯⋯」

(Hobsbawm 2002: 12)。民族舞蹈就此意義而言，是藝術政策上的「被發明

的傳統」，是國民黨為了特定政治目的與影響力推動的現象。民族舞蹈倡

導者之一、來自東北的李天民說：「什麼是民族舞蹈？其特徵如何，卻茫

然不知，因為從來沒有在舞台上看過明確標明民族舞蹈的表演，其名詞也

是陌生的」（李天民、余國芳　2005：229）。民族舞蹈因此是在特殊的時

代脈絡下，集黨國菁英的藍圖與論述、舞蹈家的創意與參與者的投入、舞

評者的批評等共同創造出的成果。

如果民族舞蹈可以體現中國，那麼，1 9 5 0年代民族舞蹈草創期的中

國體現是被創作出的中國舞蹈文化，舞台上的舞蹈中國是根據當時舞蹈知

識與技術創發出來的。史籍裡中國歷代宮廷使用的雅樂舞或燕樂舞在臺

灣／中國並無傳承，早已失去可複製、臨摹的物質性，這是舞蹈與文學、

美術、戲曲、音樂（還有樂譜）不同之處。至於各地的俗民舞蹈，身處臺

灣的舞蹈家因為難以見到大陸俗民風情，於是運用創作的方式編創出臺式

的邊疆舞如〈蒙古筷子舞〉、〈苗女弄杯〉等。編舞家能夠採風的是臺

「體」現中國？：1950－1960年代威權統治下的臺灣民族舞蹈與創作能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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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原住民舞蹈與地方廟會的節慶活動，然而即使是這兩者也多經過很大的

修整與重製，呈現出與原來面貌差異頗大、符合舞蹈人興趣、配合黨國美

學理想的表演性舞蹈。舞蹈創作過程即滲入舞蹈家個人的詮釋與創意。此

外，民族舞蹈應該如何呈現、如何將它區別於鄰近國家的舞蹈，也是一個

問題。在王鼎鈞(2009: 139)的回憶錄《文學江湖》中即提到舞蹈的國族歸

屬問題。1955年，民族舞蹈競賽在總統府前的三軍球場舉行，一支得獎的

維吾爾舞蹈被檢舉是「蘇俄舞」。在反共抗俄的當下，這是嚴重的為匪張

目、助長叛亂行為，於是民族舞蹈競賽贊助單位，時任文獎會的主要人物

張道藩馬上向蔣中正提出辭呈。此現象即說明舞蹈的國族歸屬與分類是國

族文化建構的產物。
29
因此，民族舞蹈可以說是當時在臺灣創造的中國舞

蹈文化，同一時期大陸在中共的領導下也以異於臺灣的舞蹈創作方式開展

出其認為的中國舞蹈文化。官方為了證明中國文化博大多彩、自古即有舞

蹈，傳統必須依賴創發與從史籍上嫁接論述才能證明其（曾經）存在。此

外，曾經共存於國民政府主權下的少數民族歌舞若不是被創發、就必須被

修改轉化，才能符合編舞者對舞蹈的想像與統治者的政治美學觀點。如此

也才能顯示各民族間分享相通的樂舞與生活美學。此操作機制一方面同質

化少數民族的舞蹈，使其接近現代漢人的審美品味與政治興趣，另一方面

卻透過對少數民族樂舞的指導與改編，彰顯族群間政治權力的差異，例如

上文提及的「改進山地歌舞講習會」。

弔詭的是，民族舞蹈的創造是由兩岸大多受日本教育與西式舞蹈教育

的舞蹈者共同創發。因此，若中國可以透過舞蹈體現，此時的中國舞蹈是

以西方美學與技術為基礎，融合京劇動作、體操、日常生活動作等當時可

以收集到的動作複合體。麻煩的是，統治者理想中的民族舞蹈是藉由舞蹈

者之手創發，而這些舞蹈家有豐富舞台展演經驗與知名度的是臺灣出生、

受日治教育的舞蹈家，但是她們不但沒有反共經驗，在找尋古代中國舞的

29 審查者之一也指出劉鳳學赴日韓考證中國古舞再加以編創，然而在民族舞蹈比
賽中卻被指認為是日本舞。若此為真，也說明了舞蹈與現代國族之關係並非自
然生成的，而是人為建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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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源時也多少受制於語言文字的隔閡，例如1 9 6 2年魏子雲介紹蘇盛軾教

蔡瑞月京劇動作時，還得請學生張秉勇居中翻譯（蕭渥廷主編　1 9 9 8：

147）。換言之，不論本省與外省籍的舞蹈家們都同意且積極配合國民黨的

政策創發民族舞蹈，然而，民族舞蹈該如何想像的知識性問題，與該如何

創發的技術性問題是當時最需克服的障礙。而這個實際的編創問題也決定

了民族舞蹈將以怎樣的面貌呈現。在此先觀察不同生命背景的舞蹈家們如

何認同與想像民族舞蹈的樣貌，技術性問題下節討論。

在陳麗貴導演的《暗暝e月光—臺灣舞蹈先驅蔡瑞月》的影片中，作

家李昂接受訪問時指出，第一代臺籍舞蹈家創作民族舞蹈的心態可能類似

二戰期間她們表演異國風情舞蹈的經驗，因為陌生的異邦給了創作者想像

空間使其能在舞蹈中展現心中的夢想，而此對舞蹈家的意義大大超越了表

象看到的政治宣傳。
30
當時著名的舞蹈家是以何種心態編創民族舞蹈很難有

具體的論證，況且經過日治、二戰、白色恐怖、國府威權統治，再加上每

個舞蹈家的家庭背景、個人遭遇等過程，舞蹈家們的心態很難一體化，每

個舞蹈家也可能對政治與藝術之關係交錯著複雜的情緒。值得注意的是從

蔡瑞月(1921-2005)、李彩娥、林香芸、辜雅棽等幾位本省知名舞蹈家的口

述歷史觀察，不見她們編創民族舞蹈的無奈或被迫之感，反而是感謝黨國

提倡編創與展演民族舞蹈的機會，使其對民族舞蹈有更深的接觸與認識。

例如祖父為清朝官員，在家由母親教授漢文的李淑芬說「中華民族舞蹈推

行委員會的成立，讓我們在經歷過日據時代之後，才知道我們有什麼樣的

民族色彩，知道自己的民族舞蹈是什麼，我們才能繼續開路」（盧健英　

1995：91）。經過白色恐怖入獄服刑三年的蔡瑞月也陳述自己對民族舞蹈

創作的興趣在黨國的舞蹈推行下得以發揮（蕭渥廷　1998：148）。換言

之，舞蹈家對民族舞蹈的興趣是視其為舞蹈藝術的一類，且和自己的文化

血緣相關，因此積極開發創作民族舞蹈。而這也解釋了為何舞蹈家熱心投

入黨國推動的民族舞蹈運動，協力官方共創文化霸權，因為找尋與創作具

30 參照陳麗貴(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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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特色的舞蹈是兩者共同的興趣。

然而，對文化中國或舞蹈藝術的興趣並不一定等同於舞蹈家們在政治

上完全認同黨國的統治與政治意識形態。臺籍舞蹈家在戰後初期主流藝文

界（許多為左傾藝文人士）提倡藝文民族化、大眾化、鄉土化之際即著手

創發民族題材的作品，當時由各舞蹈家創作出的民族舞與後來由官方推動

的民族舞蹈在意義、目的、形式上不完全一樣（徐瑋瑩 2018：342-343）。

這也表示在國府尚未遷臺前，民族舞蹈已是臺籍舞蹈家們舞蹈編創類型的

興趣之一，和創作舞、芭蕾舞、異國風情舞蹈並列。從口述歷史中也觀察

到這些女性舞蹈家都是極為熱愛舞蹈，其個性大多偏向日治教育下女性逆

來順受的氣質，為了可以從事自己熱愛的舞蹈並使專長得以發揮，任何任

務都可以接受。女舞蹈家們的興趣在舞蹈藝術本身，她們對政治並無太多

涉入與想像，也不見她們將自己的舞蹈目的與反共或任何政治目的扣連的

陳述。例如蔡瑞月在1954年的1月與12月於《聯合報》發表兩篇談論舞蹈

藝術的文章〈談舞蹈藝術〉、〈舞蹈藝術的綜合性〉，
31
緊扣舞蹈藝術本質

與舞蹈作為一門藝術的特殊性，文中無提及當時正推行的民族舞蹈。雖然

蔡瑞月(1959: 19)也曾在《民族舞蹈》月刊發表過關於民族舞蹈的文章，例

如〈我對民族舞蹈的看法做法與想法〉，然而文章內容與當時政治菁英、

藝評家的表述雷同，且開頭即引「總統對民族舞蹈偉大的訓示⋯⋯」，

卻不見其以舞蹈家的觀點提出對民族舞蹈的特殊看法、做法與想法。文中

也不見蔡瑞月討論舞蹈與政治的關係。嚴子三(2001: 71-72)提到辜雅棽對

舞蹈的看法中也強調辜的民族舞蹈作品多是以「純藝術與美學」的觀點創

作，並希望經過藝術淬練過的作品還是能夠大眾化的深入人心。辜雅棽所

言的「純藝術與美學」放置於當時的時代脈絡下，是強調她的舞蹈注重藝

術性，不同於情色或只是娛樂性的舞蹈。這也凸顯辜雅棽創作舞蹈時首要

關注的是構成主題的舞蹈技術表現與動作美感，而非從政治功能與目的著

手。再者，李彩娥自述不知道民族舞蹈、大會舞要如何編排，最後還是完

31 筆者詢問蔡瑞月的媳婦蕭渥廷關於蔡瑞月在1950年代以流暢的中文書寫文章一
事，蕭渥廷認為應該是蔡瑞月口述，有人幫忙代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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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了黨政機關所交辦的任務（趙綺芳　2004：68、76）。而來自日本的李

惠美更在1960年為屏東縣政府山地課所舉辦的山地歌舞改進訓練班編創一

套她自稱的「李惠美式的山地舞」（高三村  1997：89）。這些現象說明了

舞蹈家多根據藝術或文化上的興趣創作民族舞蹈，舞蹈與政治的連結並非

她們最根本的關懷。

相較於本省籍女舞蹈家，劉鳳學談民族舞蹈時就不只關注個人的藝術

興趣，還有因她自身的遭遇而投身國族文化保存、復興的努力。劉鳳學出

生東北，於九一八事變後受日式學校教育，再經歷國共內戰輾轉來臺。劉

鳳學年幼時從雙親獲取中國歷史、古典詩詞的養分，中學時受國文老師的

啟蒙認識古今中國文人的思想氣度，因而對日人欺壓中國懷抱不滿（李小

華  1998：27－28）。劉鳳學說「在日據時代，我內心常燃燒著國仇家恨之

火，也就更嚮往投身於中國文化；渴望了解民族舞蹈，並希冀在舞蹈歷史

長河中建立自我」(ibid.: 42）。這個說法落實在她於1954年起（民族舞蹈競

賽開辦第一屆）任教於國立師範大學的教學研究上。劉鳳學閱讀古代樂舞

文獻，從中「驚喜於見到渴望已久的祖先面貌」，同時發掘問題，「冷靜

思索中國舞往何處去？」(ibid.: 43)。相較於本省籍舞蹈家欠缺掌握中國歷

史、古代樂舞知識的能力，劉鳳學從小沉浸於古典文學，因親歷日本不平

等的統治與國共內戰的衝擊，使她在1950年代即懷抱重建中國古舞與開拓

中國現代舞的理想。也因此劉鳳學參與了三屆民族舞蹈比賽後即退出舞蹈

比賽，潛心於師大實驗、研究（盧健英  1995：11）。換言之，劉鳳學正視

了當時民族舞蹈的高度創作性與無考據性，但是編創者卻對中國古樂舞極

度陌生與疏離，因之嚮往對典籍進行考據整理以奠定中國舞編創之基礎。

劉鳳學的生命經驗不同於臺籍女舞蹈家而有強烈的文化尋根之感，然而在

異族統治下有國仇家恨的深刻感受，因此欲對中華樂舞文化盡力的她，卻

反倒退出當時官方力倡的民族舞蹈比賽，這倒值得我們深思民族舞蹈對國

民黨而言的即時性與工具性是否符合潛心考究古中國樂舞之人的興趣。

從舞蹈家的口述歷史，我們觀察到她們創作民族舞蹈的興趣因為各

自的生命歷程而有差異，也導致各舞蹈家賦予民族舞蹈的想像、意義與目

「體」現中國？：1950－1960年代威權統治下的臺灣民族舞蹈與創作能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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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也不盡相同。此外，有更多舞蹈參與者所看重的是在威權高壓的苦悶政

治氣氛中，藉由順應國策的表象，以舞台曝光率為目標尋求成名獲利的機

會。當時能夠穿上一套價值不菲（最基本千元以上）的舞衣上台表演或比

賽者皆是中上階層人家的女兒，因此學舞被看成是貴族化的修養，或者是

為了邁向演藝明星之途鋪路（崔駒  1959：20）。這也是民族舞蹈比賽為何

競爭如此激烈、衣著扮相如此華麗，且競賽者對名次十分計較、輸不起面

子的原因。另外，從1959年民族舞蹈比賽中個人舞共85首佔三分之二，團

體舞共45首佔三分之一的比例來看，舞蹈比賽成了表演者個人取得名望的

舞台（何志浩 1959：2）。民族舞蹈作為等待被創發的傳統，隨著舞蹈家與

表演者的心態、興趣、知識、技術、想像、美學觀點等的交織而有不同的

展現。

六、民族舞蹈的創發與舞蹈家能動性的展現

（一）以標題與舞意偷渡創作自主性

如上節所述，舞蹈家根據自己認為的民族舞蹈知識技術與心態創作民

族舞蹈。真正有民族情結的劉鳳學在經濟無虞下，對官辦的民族舞蹈比賽

採取不參與而潛心研究古代樂舞典籍的策略。類似的，臺籍舞蹈家也有其

呼應政策的方式，其中最有意思的是舞蹈家藉由與國策相符的主題有意無

意地偷渡自己心中的想法與情緒。1958年李彩娥舞蹈義演的節目單中出現

〈渴望自由〉的舞碼（圖1），這是配合當時黨國宣傳對岸人民生活在水

深火熱中，十分渴望自由的想像。以自由為舞名的作品在當時十分常見，

1955年劉鳳學即以〈奔向自由〉為省立師範學院編舞參加第二屆民族舞蹈

競賽獲獎，張麗珠(1995: 38)指出劉以〈沙漠流浪曲〉為配樂，舞蹈以獨舞

和群舞交錯進行，達到很好的演出效果，一萬餘在三軍球場的觀眾鴉雀無

聲地觀賞。從劉鳳學出生東北最後落腳臺灣的生命經驗和所選的音樂〈沙

漠流浪曲〉觀之，確實也映照出其生命歷程。然而，同樣是以自由為舞名

的創作，對不同的創作者而言，所賦予的內涵也不盡相同。劉鳳學有其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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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奔向自由〉的意義，同年

出生卻在臺灣成長的李彩娥也

有其創作〈渴望自由〉的內在

動力。相對於劉鳳學編舞給一

群學生表演，李彩娥自己編創

與演出〈渴望自由〉。自編自

舞的作品是最能展現編舞者創

作的內在動力，因為台上舞動

的身體直接揭露表演者內在的

真誠性，特別是師承石井漠的

李彩娥體現舞蹈的方式是發自

內在情感而後外顯於動作。

李彩娥的〈渴望自由〉

音樂使用打擊樂器，楊玉姿

( 2 0 1 0 :  8 7 )指出此舞的靈感

「是藉著打擊樂器發出的重擊

聲，加上來自心靈的奔放，渴

望自由，解脫自己」。此舞動

作隨著打擊樂器的節奏發揮，嘗試解放身體的束縛，在當時是一種創新的

嘗試。以打擊樂器突破舞動慣性、激發動作創意，〈渴望自由〉可視為李

彩娥在舞蹈創作上，嘗試以聲音開發舞動的可能性。李彩娥說舞作內容受

其師石井漠〈日記的一頁〉的啟發。〈日記的一頁〉描述一位年輕人經歷

種種俗事的慾望後，在大徹大悟中祈禱的情景。(ibid.: 88)李彩娥很可能從

祈禱的動作中投射出渴望的動作編創。再者，根據李彩娥的說法「那時代

有人不自由，渴望自由，又不能接觸到外界新鮮事物⋯⋯」(ibid.: 88)。筆

者無法確定李彩娥說的「有人」是指誰，在李自願的情況下編創此舞並自

己表演，以筆者身為編舞者的經驗推想，其中有部分是她自己的感受，雖

然我們不知道此感受的原因為何。這也呼應楊玉姿在口述歷史中寫下李彩

娥此舞的創作源自「渴望自由，解脫自己」。筆者這樣的推想也是根據李

圖1：〈渴望自由〉舞蹈一景，感謝李彩娥提供
影像。

「體」現中國？：1950－1960年代威權統治下的臺灣民族舞蹈與創作能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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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娥對舞蹈的信仰與習性而提出，特別是李所師承的石井流派舞蹈創作精

神強調透過身體律動將發自內心的感受表現於外。(ibid.: 33)根據石井流派

對舞蹈真誠度的重視，要能表現掙脫束縛奔向自由的身體動作，舞者必須

要在內心先有如此的感受。石井流派的舞蹈觀注重的是體現而非再現，這

引導我們將台上所看到的一切視為是舞蹈家的感觸體驗，而非只是角色扮

演或意義象徵。如此也呼應了李彩娥自己所說的「每個創作都反映了自己

的親身經驗，只有將個人的人生體驗注入創作中，作品才有自己的靈魂」

（趙綺芳  2004：33）。將李彩娥的〈渴望自由〉與劉鳳學的〈奔向自由〉

相較，必須注意的是對於1950－1960年代的舞蹈作品，研究者無法從當時

的舞名或舞意去揣測編舞者以何種心態編創舞蹈，而必須考察舞作創作的

過程與編舞者賦予舞作的意義，因為呼應國策的反共主題或政治正確的舞

意很可能是編舞家偷渡自身感受的中介。

同樣的例子也可見於1 9 5 3年蔡瑞月出獄後首次發表會的舞作〈木偶

上征〉，當時節目單的簡介為：「以木偶戲的形式及木偶的動作敘述出一

對匪區的老夫婦逃到臺灣後的情形，見到寶島上的一切安寧與富足，想起

被迫參軍而死的兒子的慘狀，於是攜帶著兒媳參加打游擊，以為反攻的前

奏」（1953年蔡瑞月舞踊公演節目單）。蔡瑞月在2000年重建此舞並改舞

名為〈傀儡上陣〉（圖2），舞蹈以傀儡的形式展演受操控、失去自由的人

身景象。這支舞作隨著時代背景曾多次修改舞意，舞作本為四人舞，蔡瑞

月重建時減為兩人，原本的舞作為何已不復在。然而，重建過程蔡瑞月對

舞蹈家的媳婦蕭渥廷說「我白天活著像傀儡一樣，只有在夢裡才能與我的

孩子相見」。
32
服裝設計師林璟如在重建〈木偶上征〉的排練過程中，也聽

到蔡瑞月清楚地說「那個傀儡就是我！」（徐開塵 2009：125）。如木偶般

被操控的「傀儡」舞姿道出了舞蹈家內心深層的無奈。此舞配樂一直沿用

非常流行的臺語歌謠〈春花望露〉。倘若以歌曲曲調與歌詞內容逼近1953

年剛受完牢獄之災的蔡瑞月對其夫雷石榆的思念，與她受制於政治監控而

32 這句話在蕭渥廷每次介紹〈傀儡上陣〉的演出內容前都會提及。



35

有身不由己的感受，則〈木偶上征〉是一支以舞意為掩護，實則抒發內心

無聲痛楚的灰暗舞作，其中似木偶失去自主性且任人操控的舞者正是蔡瑞

月當時生命的寫照。李彩娥與蔡瑞月的例子說明在威權體制下，編舞者仍

能以舞名與舞意抒發創作者個人私密的情感。

圖2：〈傀儡上陣〉一景，蕭文杰攝影。感謝蔡瑞月文化基金會提供影像。

畢竟，舞蹈不是說故事也非演戲，況且即便這兩者都還是有很大的詮

釋空間。創作形式的舞蹈藝術不同於論述，身體動作很難精準指涉單一特

定的內容、意義與理念，舞蹈較能發揮的是使觀者有所感有所受。編舞者

也藉由作品展現舞意中特定文句的情緒，彰顯編舞者最想傳達的情感。她

/他們透過主題或舞意為「防護罩」，在安全、符合國策的言語表述下，

體現某一段文句真實的內在情感。當時這樣的創作方式不只出現在舞蹈作

品，電影也多有類似的手法。
33
如此，以標題或舞意展現配合國策的舞蹈，

33 例如1956年電影《馬車夫之戀》，描述富家女與出身寒微的馬車夫之子相戀受
阻的故事，然而在劇終有情人終成眷屬之際，安排了男主角從軍報效國家來符合
反共戰爭的政治氣氛。又如1959年電影《金色年代》也是講述愛情與階級的故

「體」現中國？：1950－1960年代威權統治下的臺灣民族舞蹈與創作能動性



36

文化研究   Router: A Journal of Cultural Studies

並不代表創作者就俱足與國府相同的反共心態，因為舞蹈藝術不是以文字

陳述作為媒介，相反的，以文字表達的舞意在當時反而可能是掩護編舞者

發自內心感受的防護牆，或者作為舞者展現自我的正當性。然而，創作者

與表演者愈是真誠則演出就愈是動人、扣人心弦，精湛的舞蹈演出在政治

正確的舞意與舞名的框架下無疑也增加國民黨反共政策的說服力。因此對

黨國而言，編舞者的想法為何並不重要，重要的是主題與內容的政治正確

性與舞蹈本身能否激發觀者反共的情緒。此種在威權體制下舞蹈家與統治

者合作的方式，不但讓舞蹈家欣悅地配合黨國舞蹈政策編創，也讓統治者

收到有利於其傳布政治理念的效果。此上下合作的方式即是文化霸權如何

可能的一種運作機制。舞蹈創作者雖然能抒發或偷渡自己的想法，但是黨

國也能利用舞蹈強烈的情感來激勵觀者、宣揚反共之必須。雖然舞蹈藝術

在表面上還是被政治所收編，但是我們卻不能忽略編舞家在編創過程中所

具有的能動性。

以舞名偷渡自我情感與興趣的編舞策略不只出現在追隨日本現代舞大

師石井漠(1886-1962)的兩個弟子蔡瑞月與李彩娥身上，在其他舞蹈家的創

作過程中也出現類似的情況。1954年，文學研究兼作家魏子雲(1918-2005)

指出民族舞蹈作品出現標題、舞意與舞作本身不相關的問題，他舉辜雅棽

創作的民族舞蹈〈春雨〉（圖3）為例，魏子雲說：

所以，一則好的舞蹈，用不著文字說明。譬如「春雨」，雖經報
幕者反覆說明，說是一位少婦的先生從軍凱旋歸來，她懷著極愉
快的心情打著雨傘在斜風細雨道路泥濘中去迎接他去。可是，我
相信誰也吟味不出那說明中的意味來，因為那舞蹈根本沒有那說
明中的情調，祗不過是一個女人打把雨傘點起腳尖嫵媚地在舞走
了幾圈子而已。所以，假使舞蹈的說明亂不符合舞蹈情調，那是
反而弄巧成拙的。（魏子雲　1955a）

為了符合反共的政治氣氛並確保舞作的政治正確性，舞蹈內容說明常

會出現與反共愛國、打擊共匪、從軍報國等相關的描述，然而舞蹈自身的

事，劇終也是安排男主角入伍從軍。將電影的情節設計對照蔡瑞月〈木偶上征〉
的舞意陳述有異曲同工之妙，都是在政治正確的大前提下，展演各自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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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表現則不一定與反共議題相

關，辜雅棽自編自舞的〈春雨〉

又是一例。從魏子雲對〈春雨〉

的描述觀之，再加上前述說明辜

對舞蹈創作的關注在於動作美感

的呈現，筆者認為〈春雨〉主要

呈現的是女子柔美嫵媚的走路姿

態，其他的舞意敘述是讓舞作有

展演的正當性。1955年3月《婦女

家庭》第一卷十二期以辜雅棽當

時表演〈春雨〉的劇照為雜誌封

面，穿足尖鞋、手拿傘的優美走

路動作也印證了魏子雲的說法。

上述三個例子讓我們觀察

到，舞蹈家創作與展演民族舞蹈

或反共類型舞蹈的過程，有其

可自我發揮的創發空間，且不忘嘗試新的方法突破技術上的侷限。舞蹈家

的編創策略是在舞作中展演舞意的某個部分，卻是以整段舞意或題名做包

裝。如此，舞作的標題與舞意成為舞蹈家偷渡自己想法的防護牆。研究者

無法從標題與舞意直接揣測編舞者的創作想法，而必須將創作者個人的生

命經驗與創作過程的陳述、對舞蹈的信仰與美學觀，和舞作本身的資料交

叉比對才能探查舞蹈家透過作品所要表達的內容。上述的例子顯示，舞蹈

家發展出一套在威權體制下舞蹈創作與命名的對應方式，其中所展現的是

行動者在不違反國策卻又能滿足自己在藝術信仰追尋上機靈的能動性。如

此，也解釋了文化霸權如何透過舞蹈家積極主動的編創而收到黨國政治教

育的成效。

（二）民族舞蹈、芭蕾動作

上文討論民族舞蹈如何創發時，已說明民族舞蹈的創作受舞蹈家的

圖3：〈春雨〉1955年《婦女家庭》雜誌封面

「體」現中國？：1950－1960年代威權統治下的臺灣民族舞蹈與創作能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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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經驗與對舞蹈興趣的影響。下文觀察舞蹈家如何解決民族舞蹈的技術

性問題，因為任何出色的構想都得落實到技術層次才得以展現。在此環節

上，掌握舞蹈實作技術的是舞蹈家，黨國菁英與藝評者無論有多好的建議

與想法都無法直接轉化為舞蹈作品本身，目前史料也無觀察到非舞蹈人具

體提出創作與技術上的操作策略，而只提出概念性的引導方針。

組成舞蹈藝術最核心的部分即是動作，不同文化下產生不同的動作美

學品味、運作邏輯、動作型態。民族舞蹈中古典舞創發的困難就在於舞蹈

家們對甚麼是屬於傳統中國文化中的動作型態與運作邏輯無法掌握，於是

在短時間內所能做的即是運用已經內化的技術性動作展演。第一代舞蹈家

所學的系統化動作技術是芭蕾技巧，辜雅棽與李彩娥甚至認為芭蕾是一切

舞蹈的動作基礎（嚴子三 2001：72；李勇 1964），因此1950年代的民族舞

蹈演出常出現如下的舞評：

有些古典民族舞蹈裏滲以芭蕾舞的步伐，這種改進方式，卻有損
我國古典民族舞蹈的意義和真像。（馬怡紅 1956）

但在採取西洋舞蹈技法時要注意東西文化溶合上的基本困難，
例如現在流行的像小家碧玉之類的舞蹈，芭蕾舞的Pas de bourree    
（足尖站立，徐徐移動）技法，再配合上不三不四的音樂，作出
些怪姿態，是尚待改進的。（華生 1958）

⋯⋯但更嚴重的是，一年一度的民族舞蹈競賽，大部份的節目是
等於穿上中國古裝跳東洋芭蕾！或則舞蹈的編導或演出者在形式
和意識並未重視發揮中國舞蹈的真諦。（姚鳳磐 1962）

上述報紙評論顯示，民族舞蹈在1950年代與1960年代初還未發展出有

系統的中國舞動作規範。從舞蹈中夾雜未轉化的芭蕾動作或直接以芭蕾動

作入舞即可觀察到，第一代舞蹈家所熟悉、內化與認為具技術與藝術性的

動作形式為芭蕾。在芭蕾技巧是一切舞蹈動作基礎的觀念上，加上此技巧

或審美觀已內化為（編）舞者身體動作的一部分時，舞蹈家不論有意識地

以芭蕾動作、足尖鞋的技術炫技，或無意識地將芭蕾視為習慣動作入舞，

芭蕾都成為民族舞蹈動作的一部分。更有可能的是，在缺乏體系化的中國

舞動作素材與訓練下只能如此編創，於是就出現了穿著中國式彩衣的舞者

踏著西方芭蕾舞步的作品。這也是在二戰末期就研究與創作中國舞、並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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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的梅蘭芳」之稱的臺籍舞蹈家林明德([1913-?], 1955: 82)所批評的：

「只穿著中古式華麗的衣裳，踩著國樂的拍子，手足舞蹈的舞上一會，就

算是古裝舞，那就根本錯誤」。如此，我們可以歷史地推想，在民族舞蹈

創發初期，舞台上呈現的多數作品是空有衣著表象，但是很難說那是奠基

在「真實」中國身體文化與動作美學的作品。

以芭蕾動作編創民族舞蹈的現象也暗示著在民族舞蹈推行之初，舞蹈

家創作中國舞的思維也和舞評家有異。例如，舞蹈家們發揮創意讓中國將

軍、英雄穿上足尖鞋，然而魏子雲卻批評道：

數一數今年參加競賽的民族舞蹈，尚有十之一的節目是穿芭蕾足
尖鞋的。 ⋯⋯ 像「將軍令」、「小英雄」、居然也穿上足尖鞋，
點起足尖來婀娜蟹行，縱有豐富內容，勢亦無從表現。何況連內
容都沒有呢！按「將軍令」顧名思議，應是意境將軍的威武與將
軍令的森嚴，而李淑芬則讓一位少女穿上古裝，著上足尖舞鞋，
嬝娜起舞，自毫無形式內容可言了。（魏子雲　1955b）

魏子雲的舞評寫於第二屆民族舞蹈大競賽後，其用意是指出舞蹈技

術形式與所欲呈現的人物氣勢不合。李淑芬讓舞者穿上芭蕾的足尖鞋跳中

國舞，其腿足部動作必定是芭蕾典範中橫向移動—「婀娜蟹行」，如此

將使將軍行走時的宏大氣魄消失於芭蕾碎步橫向的挪移。當舞蹈家如此編

創中國舞時，可以推測她未曾考慮以如此的舞蹈形式展演是否能說服以中

國文學、戲曲眼光欣賞舞蹈的觀眾。這可能是當時李淑芬還未習得紮實的

戲曲動作，更有可能的是第一代舞蹈家們如李是以創作舞的思維想像編創

中國舞。李淑芬以她所認為的審美趣味創作中國舞〈將軍令〉，而非逼近

〈將軍令〉在中國文學或戲曲中的想像。中國文化中的人物、故事是創作

的題材，舞蹈家的興趣在於如何將古代流傳下的素材添加個人的詮釋予以

創意化，而非呈現歷史人物在戲曲中被典範化的特色風範。

當時以芭蕾足尖鞋創作民族舞蹈似乎是一種風潮，因其新穎並具技術

上較勁的意味。足尖鞋在當時是少見的新玩意，要穿上起舞也需有一定的

基本功與技巧。不只臺籍舞蹈家喜歡以足尖鞋入舞民族舞蹈，東北來台的

劉玉芝也樂於此道。劉玉芝以兩小無猜的景象創作〈青梅竹馬〉參加第二

屆民族舞蹈競賽，雖然內容豐富，卻因為讓男女生都穿上足尖鞋而顯得奇

「體」現中國？：1950－1960年代威權統治下的臺灣民族舞蹈與創作能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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怪。魏子雲( 1 9 5 5 a )批評道：「女兒家穿足尖舞鞋，象徵她是纏足的，尤

有可說，那身穿長袍馬褂頭戴瓜皮小帽的男孩子，也穿起足尖鞋點起足尖

來，波浪似的舞蹈，未免有點不倫不類吧，我中華民族的風格，復何從而

顯現？」足尖鞋或許可以象徵中國傳統婦女的三寸金蓮，但是男孩穿上足

尖鞋在中國文化的脈絡下就無所象徵了。按照西方芭蕾的美學規範，也只

有女舞者穿足尖鞋，男舞者穿的是平底軟鞋。劉玉芝讓男女孩都穿上足尖

鞋，不只是在中國文化中無法找到象徵或對應的形象，也不符合西方古典

芭蕾的美學規範。類似的例子還有筆者自身聽聞的故事。一位出生於1946

年經歷過1950－1960年代民族舞蹈比賽的舞蹈老師陳克寧自述，她曾經表

演一首舞蹈是老師要她將穿著足尖鞋的雙腳再套進小鞋子中成為戲曲中的

踩蹺。
34
這樣的創作不但無法使足尖鞋發揮舞動時各種腳部的動作特色，也

限制了傳統踩蹺可以發揮的動作美感。

上述例子令我們重新思考當時舞蹈創作可能性的寬廣，或以現今的

角度看起來的怪誕。創作者可以不在意且不被中西方舞蹈形式的規範與風

格所束縛，這是從小學習典範化中國舞與芭蕾的筆者所難以輕易操作的。

這也反向彰顯了某些舞蹈家缺乏對中西方舞蹈規範的深層內化，而得以自

由編創。對多數舞蹈家而言，創作民族舞蹈不是為了回到傳統，而是創發

傳統。與劉鳳學潛心考古的興趣不同，多數舞蹈家們的目的不在（或無能

力）返回過去與其接合，而是以當時的審美趣味將可見的傳統片段作為素

材創作。舞蹈家李彩娥在1962年一場「舞蹈家談中國舞蹈發展方向」論壇

中的說法也映照出當時舞蹈家編創作品的心態：

古典的民族舞蹈已經失傳已久，現代的人跳多少年以前的東西除
了意境上的臨摹之外，很難有本身表達的機會。 ⋯⋯ 「創作」，
才是今日中國舞蹈家們的責任，因為創作的舞，不但可以表達自
已的個性，同時，也會使「前不見古人」的民族舞蹈，有新的路
線可以發展。（姚鳳磐　1962）

1 9 5 0－1 9 6 0年代的民族舞蹈在傳統與創新的思維下尋找出路。就舞

蹈創作而言，任何復古都蘊含著創新，因為依當時臺灣的情況，古舞已無

34 訪談陳克寧於其台中住所，2010年5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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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原版重現，只能想像創發。然而李彩娥的說法折射出舞蹈家的興趣不

在考據古舞，而在創作。李彩娥特別強調透過舞蹈創作才有空間表達舞蹈

家的個性與特殊性，這是與民族舞蹈作為社會凝聚力、發揮想像共同體的

黨國期待非常不同。特殊性是差異化而非同質化社會秩序，然而民族舞蹈

推行的功能則是同質化大眾的身體體現、弭平人與人之間的異質性，這也

是為什麼何志浩認為民族舞蹈教材應該統一。《民族舞蹈》月刊每期皆附

有舞蹈教材供民眾參考，希望以此統一各舞蹈家間多樣化的創作。何志浩

(1960b: 2)言「我國中小學校教科書，概由教育部統一審定。為舞蹈一課，

尚無專書，故民族舞蹈推行委員會創辦月刊，選載舞譜，以資統一。乃編

舞者，各立門戶，自炫其長。故舞型不能確立，舞藝不能進步。」據此，

何志浩認為舞蹈家們編創民族舞蹈時著重凸顯各自的創意與技術，而非同

心協力研討確立民族舞蹈的舞姿舞容。李彩娥希望創作能表達自己特殊性

的說詞，對照何志浩的觀察，兩者頗為一致的呈現舞蹈家們透過民族舞蹈

比賽為舞台，目的在展現個人才華。

由此可見舞蹈家創作民族舞蹈的心態並非都和黨國菁英類似。愈是著

名的舞蹈家在民族舞蹈比賽中愈是想辦法要凸顯自己舞蹈創作的獨特性。

然而對此，民族舞蹈推行委員會也有一套應付的辦法。此獨特性若被評審

或舞蹈人買單，則成為可供普及且被簡化的民族舞蹈教材散佈於民間，這

時獨特性被挪用、模仿、普及化而不復存在，如蔡瑞月創作的〈苗女弄

杯〉
35
。而原先因為創作上的特殊性引起觀者喜愛的舞碼，因為被簡化、模

仿、繁殖，又未有原始資料留下，其原創的殊異性也難以被指認。反之，

倘若具特殊性的舞碼沒能被加以大眾化地普及，則作品在展演過後就消逝

於歷史中無可回溯了。這也是為什麼站在今日的歷史時間點回溯當時的舞

蹈，看到的幾乎都是「千篇一律」的民族舞蹈景象。就舞蹈藝術的表現性

35 蔡瑞月十分著名的創作〈苗女弄杯〉，是她向政工幹校湖南籍學生姚浩習得其
故鄉的一套「敲杯」遊戲，透過對動作的發想創作成〈苗女弄杯〉。或許是為
了符合官方提倡邊疆舞的政策，湖南的敲杯遊戲在蔡瑞月的創作下賦予其新的
命名，但這套遊戲與苗族女孩並無關聯。有趣的是，〈苗女弄杯〉不但屢次在
民族舞蹈競賽中獲獎，還得了最佳創作獎，並被編寫成民族舞蹈示範教材收錄
在1960年的《民族舞蹈》月刊中。（蕭渥廷主編　1998：14、157）

「體」現中國？：1950－1960年代威權統治下的臺灣民族舞蹈與創作能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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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言，舞者如何舞比舞甚麼更為重要。舞者舞動當下的心態、技術、臨場

表現才是決定一支舞蹈是透過身心投入與淬煉出的藝術，還是只是手腳依

樣畫葫蘆身動心不動的活動。

上述從芭蕾技術入舞民族舞蹈的討論顯示黨政軍方推廣民族舞蹈是希

望把它當作全民皆可實踐的身體活動，但是具知名度的舞蹈家們則是將民

族舞蹈視為表演藝術的一種類型加以創作開發，並想盡辦法從中凸顯個人

編創表演的特殊性、秀異性。

（三）溢出身體美學框架

舞蹈家創作能動性的展現除了藉由舞名舞意偷渡個人內在情感，或以

芭蕾動作入舞民族舞蹈、企圖展現個人的秀異性，還顯現於舞蹈的身體美

學溢出政治菁英的理想。下文先以蔡瑞月和李彩娥為例說明，再擴及到其

他民族舞蹈現象。

蔡瑞月曾幫民間藝人廖五常編排〈車鼓陣〉參加民族舞蹈比賽落選，

她向主辦單位反映此舞花了她許多時間精力收集資料，廖五常也表現得非

常好。然而，承辦人員卻對蔡瑞月說「妳不要講出去，現在的政策是不要

讓人做本土的東西」（蕭渥廷主編  1998：143）。蔡瑞月取材自臺灣本土

廟會節慶的〈車鼓陣〉，表面上並不違反民族舞蹈的取材範圍，也符合蔣

中正在《民生主義育樂兩篇補述》的理想，從民間取材樂舞加以創造（秦

孝儀主編   1984: 253）。然而，蔡瑞月讓民間藝人參賽且以他內化、草根

性強的粗獷動作展演，而非高度「改良」後的精緻化動作型態演出，就溢

出了民族舞蹈推行委員會強調以舞蹈作為端正身體動作的禮教作用。政治

菁英想像中的民族舞蹈是一套文質彬彬的禮教文化，這也是為什麼中共草

根性的秧歌舞被排除於民族舞蹈之外，而原住民的歌舞需被「改良」的理

由。對黨國而言，民族舞蹈不只舞作內容重要，如何舞的形式也重要。

蔡瑞月指出，即便明知評審的品味與當時政策暗地排除的舞蹈類型為

何（在此即是臺灣本土題材，舞蹈表現草根性強且粗獷樸素的作品），她

還是耗費心思繼續創作此類的作品如〈牛犁歌〉、〈車鼓陣〉，和較早的

〈祈雨〉（圖4）。蔡瑞月說：「散落在民間的動作像一堆碎玻璃要捏成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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朵花，又如何在無中生有，做

為臺灣人的我，責無旁貸，勢

必要完成這項繁鉅的工作。所

以我從迎媽祖、民間廟會、娶

親、風土民情，著手收集編舞

資料」（蕭渥廷主編  1 9 9 8：

1 4 2－1 4 3）。蔡瑞月創作臺

灣本土題材的堅持有其自身的

使命感，這份使命感高於她獲

獎的慾望，因此即便她明知

某類舞作不被青睞仍堅持創

作。蔡瑞月在戰後初期即在

臺灣藝術界有一席之名，她

不需要靠民族舞蹈比賽奪獎

來證明其藝術高度，這是她

可以跳脫獎項的束縛，在不

明顯逾越政治界線內根據自

己的興趣創作的原因。這意味

著知名舞蹈家不需要棄守自己

的舞蹈理想，部分作品無法獲獎不會傷害舞蹈家的名望或舞蹈社的經營。

過去論者認為「官辦比賽牽制民間舞蹈社的商業機制」（盧健英  1995：

1 0－1 1）雖然沒錯，但是不一定完全適用在極具知名度的舞蹈家身上。

1 9 6 2年，李彩娥在民族舞蹈競賽中創作三人舞〈金蛇狂舞〉（圖

五），以蛇為主題的舞蹈呼應當時以動物為題名的部分參賽作品（如孔

雀、駿馬、青蛙、蝴蝶等）。根據《飛舞人生—李彩娥口述歷史專書》

中的圖片，〈金蛇狂舞〉的服裝造型與動作姿態相似於石井漠的舞作〈蛇

精〉，題材取自日本道成寺的傳說故事《道成寺的幻想》。
36
此舞的服飾既

36 石井漠的舞作〈蛇精〉（1933年首演）於第十一屆蔡瑞月國際舞蹈節（2016年11

圖4：〈祈雨〉，丁養天飾雷公，感謝蔡瑞月文
化基金會提供影像

「體」現中國？：1950－1960年代威權統治下的臺灣民族舞蹈與創作能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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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中國古典舞形式也非任何少數民族的形象，而是以石井漠〈蛇精〉舞作

的服飾為樣本。服裝造型曝露雙腿與手臂，身軀有象徵鱗片的設計，此服

裝設計對反民族舞蹈強調端莊保守的表現。記者姚鳳磐(1962)說此舞「肌膚

之暴露，旋律之狂亂，大有『新潮派』的民族舞蹈之風」。根據這樣的形

容，顯然〈金蛇狂舞〉在服裝表現與音樂使用已經偏離官方所期待的端莊

中正舞蹈美學規範，而是以創作者自身的編創興趣與美學品味為考量。李

彩娥的〈金蛇狂舞〉靈感與意象取自石井漠的舞作，而非取自中國民間故

事《白蛇傳》，然而參加民族舞蹈比賽時呼應以動物為題名的舞作類型卻

不會顯得突兀。但是姚鳳磐指出此舞「肌膚之暴露，旋律之狂亂」也反映

出〈金蛇狂舞〉的表現方式遠遠超過官方期待之民族舞蹈的美學標準。

圖5：〈金蛇狂舞〉一景，感謝李彩娥提供影像。

月4－6日）由石井漠的孫子石井登重建表演，筆者參與部分舞作重建排練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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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為舞蹈名家的蔡瑞月與李彩娥從老師石井漠與石井綠的教導中潛移

默化創作舞蹈的精神，將創作技法運用在她們有興趣的題材上，且部分舞

作的身體美學溢出了政治菁英對民族舞蹈形式風格的期待。這與舞蹈家對

舞蹈應該如何表現的信仰、創新性的堅持，和自身貢獻於臺灣舞蹈界的使

命感有關。又如李彩娥的舞作〈王昭君〉的編創也是創作而非考據。李彩

娥說：

我未曾去過大陸研習，也沒讀過中國歷史，不了解民族人物的特
色 ⋯ ⋯。當時我正在傷透腦筋時，有一位學生家長主動提供一張
有〈王昭君〉曲子的音樂唱片。學生家長又講了有關王昭君的歷
史故事給我聽，使我有一些概念，於是決定採用這個題材。我為
了揣摩王昭君的心情，開始到圖書館找資料、翻古書，再看到舅
公家裡的琵琶，而有了靈感。除了舞蹈是創作外，我自己也縫製
跳舞衣裳、設計髮型。昔日在東京習舞，石井漠舞蹈學校曾教過
舞臺化妝和裁縫方法，在縫製舞衣時可派上用場，實在非常感謝
老師的指導。（楊玉姿 2010：67）

舞蹈家創作民族舞蹈的過程呼應了葛蘭西「自發的哲學」的論點，

行動者有其各自養成與視為珍貴的價值。跟隨日本創作舞大師石井漠學習

的蔡瑞月與李彩娥有一套對民族舞蹈應該如何創作的觀點，即使在威權體

制下，內化的舞蹈品味與興趣仍透過舞作展現。上述的說明呈現了威權政

體下，蔡瑞月與李彩娥兩位知名舞蹈家創作的能動性。雖然我們可以將她

們的編創表演視為因各自的興趣行動，但是對照政治菁英對身體美學的論

述，卻彰顯她們有意識的選擇與實踐，且是逸出政治菁英對民族舞蹈身體

美學的想像與期待。

除了蔡瑞月與李彩娥的舞作溢出官方所期待的身體美學外，民族舞蹈

的展演也不時出現令當時藝文人士困惑的例子，例如：

也許筆者外行，有時後欣賞一次舞蹈表演，總是給了我許多問
號：武舞不合於國術的規矩，蒙古舞穿著新疆的服裝⋯⋯日本的
「扇舞」、「傘舞」都加上了中華民族舞蹈的頭銜，甚至於軍訓
的劈刺也列入舞蹈門下⋯⋯在那些舞蹈之中，表現的都是些什麼
呢？無非是要小孩子表演成年人的表情（如媚眼、調情等），及
要大一點的學生表演小孩幼稚的動作（如娃娃舞等），豪華的服
裝、藍眼圈、長睫毛的面孔，震耳欲聾的「音樂」，穿著芭蕾舞
鞋的「宮娥彩女」，王昭君在地下「滾」舞了半天不曉得是為了
什麼，花木蘭舞劍差一點把自己的腦袋搬了家⋯⋯真不明白學

「體」現中國？：1950－1960年代威權統治下的臺灣民族舞蹈與創作能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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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舞蹈對自己有什麼好處？表演這些舞蹈對於觀眾能有什麼啟
示？對於民族舞蹈的推行與發展能有什麼貢獻？（藍天 1958：8）

這個舞評指出1950年代民族舞蹈可能的「創意」，而此「創意」同樣

來自缺乏對民族舞蹈脈絡化的知識。創作者以拼湊剪貼的方式創作出令藝

文人士看來怪誕的民族舞蹈作品。於是出現服裝與舞蹈風格的錯亂、年齡

與演出角色不合、動作規矩與技巧的粗糙，甚至動作無法傳遞一般人所熟

悉的主題內容，如上述提到的「王昭君在地下『滾』舞了半天不曉得是為

了什麼」。這些現象恰恰折射出在黨國提出的民族舞蹈類型下，創作者不

會只是被官方所欲求的舞蹈類型侷限，創作者反而可藉此作為舞台，伸展

自己的想像與展演。報章雜誌上記者、藝文人士不斷批評民族舞蹈的虛假

性與空洞性，不正是當時編舞者能動性的展現而出現的「創意」嗎？

藝評家指出民族舞蹈的體現不符合文化規範的現象，其嚴重性不只

在於舞蹈表面的展演形式，而是這些展演形式破壞、岔開甚至顛覆他們

認為中國文化特定性別、階級、年齡理想上所應該遵守的身體表現，也

模糊了以舞蹈（展演）作為秩序化、層級化、規範化身體行動的中介。如

此，黨國所欲求的文化道德與實際舞蹈展演所呈現的並不一致。但是民

族舞蹈卻在許多負評與不斷要求改進的聲浪中繼續前進，這不但是因為官

方需要有代表民族身體展演的舞蹈作用在頻繁出現的娛樂聯歡、節慶、外

交等場合，還因為民族舞蹈即使動作形式尚待整理，服裝音樂甚至歌詞也

能展現民族特徵與傳布官方青睞的文化道德。再者，民族舞蹈的展現也盡

量排除了情色與嬉鬧喧囂的「低俗」色調，而以亮麗向陽、溫和喜悅的色

彩呈現。在沒有更好、足以代表民族的舞蹈的前提下，民族舞蹈的動作雖

然被批評為不具民族精神與特色，但是也只能就現實層面一面將就、一面

改進。同時，只要被視為典範的舞蹈普及化，那些舞蹈自然成為當時廣為

人知的民族舞蹈代表。對統治者想要達成的文化霸權而言，真正忠於、逼

近傳統或少數民族的舞蹈並非他們所期待的，這些舞蹈甚至正是官方所要

「改良」的對象，「改進山地歌舞講習會」的持續舉辦即是例證。對當時

舞蹈參與者（中上階層現代化知識分子家庭）來說，俗民舞蹈非他們嚮往

學習對象，也不符合他們所屬階級的審美品味。於是，民族舞蹈的創作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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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就在找不到更好的解決辦法下，一面受批評、一面也被重用到各典禮與

外交場合。畢竟舞蹈（藝術）在此時期不是被當作長期研究、考據的對

象，而是必須立即揮發政治效力的中介。

（四）民族舞蹈：政治與舞蹈的共舞

總觀上述分析，本文認為就民族舞蹈的創作而言，何志浩所規範的舞

蹈類型是舞蹈家創作的依據，然而黨國菁英卻必須依賴舞蹈家的創作（與

評論家的反饋），從中篩選出屬意的民族舞蹈作品。也就是說，舞蹈政策

可以框限舞蹈之外的條件（如規定舞蹈社必須參與比賽演出、指出舞作需

具民族性、規範舞作類型、身體美學等），但是無法直接插手干預舞作創

發與表演，因為黨國精英幾乎不會舞蹈，他們只能篩選屬意的舞蹈編制

成教材傳播。我們可以從1 9 5 9年與1 9 6 0年《民族舞蹈》月刊中的教材觀

察到，多數的教材正是民族舞蹈比賽中獲勝的作品，例如辜雅棽的〈春雨

舞〉、〈蒙古牧舞〉，蔡瑞月的〈苗女弄杯〉，李淑芬的〈新疆舞〉等。

這些被選為教材的舞蹈有些正是被舞評者指責缺乏民族精神與動作特色，

且內容貧乏的作品，例如上述討論的〈春雨舞〉，或者完全是創作卻套上

少數民族稱謂的〈苗女弄杯〉。再者，從《民族舞蹈》創刊號由李淑芬撰

寫的〈民族舞蹈基本動作練習〉也可發現，所謂民族舞蹈動作並不如目前

舞蹈人所熟悉，取材自中國戲曲中的舞、武動作，而是延續日治學校教育

的體操舞蹈動作，主要是步伐的跑跳練習與芭蕾手與腿的基本位置。然

而，這些身體動作卻被命名為民族舞蹈的基本練習，而這已是1958年了。

此現象所顯示的即是系統化的民族動作匱乏，使得受日治身體教育的舞蹈

家只能根據習得的現代化動作技巧作為民族舞蹈的基本動作練習。這也再

次證明了1950年代的民族舞蹈尚缺乏系統化的中國動作支撐。

過去學者們認為舞蹈家的創作與想法都收攏在由上而下的民族舞蹈

政策下，然而上述的分析使我們思考舞蹈政策的規範性與舞蹈家創作能動

性的關係。舞蹈創作過程有政治難以干預且無法立即突破的內部運作系

統，這也迫使黨國菁英不得不讓步承認舞蹈家某些具創意的作品為民族舞

蹈，即使這些作品被舞評批評為不具傳統民族動作精神與特質。舞蹈家各

「體」現中國？：1950－1960年代威權統治下的臺灣民族舞蹈與創作能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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憑本事投入民族舞蹈的創發，所產出的舞蹈可說是千變萬化。官方以反共

為理由管制舞蹈藝術不一定能遮蔽舞蹈家內化的興趣與信仰、扼殺舞蹈家

藝術創作上的開展。畢竟，舞蹈實作者非沒有主體性的木偶可以隨意任人

操控。隨個人興趣編創出的民族舞蹈作品像是個大雜燴，沒有清楚的動作

流派與舞蹈風格。對於具有傳統中國素養的文人或受西方藝術教育洗禮的

人士而言，民族舞蹈的分類與欣賞缺乏一個系統化的標準。藝評家顧獻樑

1960年代從美國回臺觀民族舞蹈後的感想為：

所謂民族舞蹈就是那麼一副尷尬的局面，至今還是不倫不類，不
古不今，不中不西的玩意兒。譬如說，目前的民族舞蹈已經夾著
土風舞、芭蕾舞、現代舞、交際舞，再加上國劇、地方戲、文武
功夫、雜耍，多熱鬧！也多亂！（顧獻樑 1977：63）

這也再次證明了舞蹈人的能動性並非以政治力或透過文字批評可以改

變的。民族舞蹈的創作過程包含創作者所繼承的舞蹈知識、習性、信仰、

美學品味，以及組合、連接、堆疊、融合各種舞蹈元素的能力。在這個過

程中，編舞者與舞者都擁有自由、直覺、隨機、試驗的空間。例如林香芸

曾在訪談中指出，當時從戲曲取材動作元素欲轉化為舞蹈動作時，短短的

一個走路過程就花許多時間揣摩、改編，過程中需要嘗試各種不同的可能

性。
37
可見舞作中的動作設計與表演都需花時間實驗。政治依賴舞蹈作為娛

樂、宣傳的中介，但是舞蹈參與者也乘著政治之力，在表面上不逾越政治

正確下獲得創作過程的主導權與展演的機會。民族舞蹈雖然是由官方主導

策畫，但是其過程並非是單面向的由上對下監控、箝制、牽制，而是上下

間迂迴的相互配合，最終達成葛蘭西所謂的文化霸權的效果。黨政軍等居

上位的政治機構指定舞蹈形式、內容，展演的時間地點；舞蹈的創作演出

則由舞蹈家們負責主導與編創排練，只要不出現可立即辨識的政治敏感圖

像，非舞蹈人很難介入舞蹈實作。

正是大多數舞蹈家不若劉鳳學對中國歷史文化、古代樂舞典籍的精

37 參閱李英秀計畫主持。2004。《五分鐘認識一位舞蹈家—林香芸》。http ://
mymedia.yam.com/m/2362848。（2013/12/26瀏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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熟，因此在編創上甚少顧忌的創作。她們不畏懼將短時間內學習、聽說、

剪裁拼裝的民族舞蹈搬上檯面。也就是說，臺籍舞蹈家一開始創作民族舞

蹈並非因為熟悉而創作，相反的，是因為不熟悉而勇於創作，但是她們絕

非只是為了配合政策敷衍了事，舞蹈家們皆盡其所能地找尋資料創作（盧

健英  1995：92）。此外，臺籍舞蹈家也多少認同中華文化，甚至對中國戲

曲動作與少數民族舞蹈帶著孺慕與渴望，蔡瑞月曾說她嚮往中國文化，欣

慰地認為其先生雷石榆是中國文化的化身，且編創中國舞蹈是她興趣的一

部分（蕭渥廷主編  1998：66、148）。李淑芬甚至終其一生都努力於中國

舞蹈的創作與發揚，盧健英(1995:  92)說李淑芬因為其家庭背景而對民族

舞蹈有其獨特的民族情結。國民黨以維護、發揚中華文化為反共的立基，

更能說服這些受日本教育的舞蹈家們為民族舞蹈的創發貢獻一己之力。

然而，認同中國文化並不必然熟悉傳統中國文化中的身體樣態或舞蹈展

現，這也是為什麼1950－1960年代的民族舞蹈出現上述討論的「怪象」。

七、結論

本文以貼近舞蹈家創作表演的經驗出發，舉例說明1 9 5 0－1 9 6 0年代

民族舞蹈的創作與藝文政策之關係，補充過去學者還未開展的討論。透過

比較舞蹈家的創作心態與作品標題和舞意之關係；討論舞蹈家缺乏民族動

作的陶養而以芭蕾入舞的編舞策略；說明舞蹈人展演之身體美學溢出官方

期待的標準，本文指出即使是黨國威權體制下所推行的民族舞蹈，舞蹈家

仍具創作的自發性與能動性。政治與舞蹈的關係展現為流動、共舞，甚

至各取所需的共謀。舞蹈人對由上而下的規範有其偷渡或順勢發揮己意的

策略。本文透過葛蘭西討論文化霸權如何在統治者與被統治者間形成的觀

點，舉例說明民族舞蹈運動中，政治對舞蹈能夠與無法影響的範圍，以及

兩者間相互合作的過程。

關於表演藝術與政治之關係，研究臺灣藝陣的齊偉先在一篇討論藝

術、政治性的權力論述與身體技藝的文章時，結論出以下的觀點：

「體」現中國？：1950－1960年代威權統治下的臺灣民族舞蹈與創作能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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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認為，在一個高壓箝制的威權統治社會，藝術發展的空間必
然是被壓抑的，這說法似乎意味著政治決定了藝術發展的可能性，
但這過於簡化的理解也同時忽略了一件事：藝術領域中自由的創
意並不來自於政治的開放，而是源於身體技藝摸索，技藝學習的
過程讓人從底層體會到什麼是自由的可能，因此個體透過身體技
藝的展演，在微觀層次內化了自由的品味。（齊偉先 2013：38）

倘若有相對嚴謹規矩的宗教藝陣在世代傳承下，表演人員都能在技藝

學習、摸索與臨場展演的偶發與不確定性的過程體會到人身自由的可能，

那麼，民族舞蹈的創發在幾乎沒有典範可遵循下，其動作可能的開展度、

變化性與作品整體的創發性就更為可觀。本文觀察民族舞蹈編創展演的微

觀過程，探尋舞蹈運作中內藏的創發空間，思考黨國的文化霸權如何透過

民族舞蹈實現，這是過去研究民族舞蹈的學者從宏觀的政治層次論述舞蹈

所隱而不顯或忽略的。

從文化霸權觀點思考，民族舞蹈現象顯示當統治者需透過他人之手創

發中華國族的身體展演以形成道德智識的領導權時，展演的內容實際掌控

於各舞蹈家之手。黨國菁英只能選擇要或不要，卻無能力著手修改舞蹈。

民族舞蹈展演的正當性雖然是由國家所授予，但是舞蹈人才是熟悉舞蹈語

彙、掌控舞蹈展演的要角。即使藝文評論者以文字書寫作為施壓民族舞蹈

轉變的力量，但是此力量卻是作用在舞蹈實作之外，無法對舞蹈本身產生

直接且立即性的影響。這並非說舞評完全沒有參考價值或對舞蹈完全沒有

發揮任何影響。必須強調的是，本文絕非宣稱舞蹈人在威權體制下的創作

表演可以完全自由、不須顧及舞蹈政策。根據上文的討論，舞蹈人不論有

意識地偷渡或無意識地配合，仍就在黨國的反共與復興中華文化的文化政

治理念下，積極創發各自想像中的中國舞蹈。民族舞蹈的創發與推行過

程，黨國菁英與舞蹈家的權力關係並非單向性地由上對下施展，而是呈現

合作的現象。甚至在民族舞蹈不合黨國菁英之意卻沒有替代品時，黨國菁

英還必須妥協讓步地將就使用，因為他們需要舞蹈家來創作具有國族象徵

又有別於交際舞、情色演出、異國風情的舞蹈。政治菁英與舞蹈名家在進

退之間積極的攜手合作，成就了以反共為主要目標、復興中華文化為根基

的文化霸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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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舞蹈在藝文人士的眼光下其動作邏輯與身體表現很多被認為經不

起歷史的檢視，但是服裝形象、音樂、舞名、舞意，甚至動作形式是比當

時其他舞蹈類型更接近國民黨理想中的身體道德呈現。黨國透過舞蹈所散

佈的文化霸權，最顯而易見地是在民族舞蹈展演的服裝表象、音樂與文字

陳述層次。對於沒有民族舞蹈知識的觀眾而言，他/她們即將所見到的舞蹈

畫面視為是官方宣稱的民族舞蹈。而眾多的舞蹈展演場合與舞者華麗的服

飾外型則是動員或吸引觀眾參與「同樂」的條件。民族認同與實際動員是

目的，舞蹈展演則是達成目的的中介，黨國文化霸權也因此形成。

1950－1960年代，執政者需求民族舞蹈的迫切性使舞蹈家被迫在短時

間內將可得手的材料混搭創作，在期限內將大量作品上架，也因此有部分

的民族舞蹈作品並非來自創作者深刻的生命經驗。如果要說當時民族舞蹈

的政策扼殺舞蹈家藝術創作的自由，應該是在這個關係到創作過程真摯度

與深刻性的層次上，而不是因為舞蹈類型受規範導致創意受限。本文的討

論也點出了民族舞蹈的創發經歷了初期以西方技術為基礎的雜亂，逐漸邁

向動作風格典範化的過程。
38 

那麼，民族舞蹈應該是政治箝制舞蹈的成分較多，還是舞蹈「主導」

民族的（也是文化政治的）身體想像機會較大？筆者看著1970年代之前出

現在國家慶典、民俗節日、學校運動會、電影電視等的民族舞蹈圖像，絢

麗的舞蹈表演宣稱展現中華民族跳舞的身體與美學，使觀者認為這就是民

族舞蹈，中華民族過去就是如此舞蹈。此對民族舞蹈的信仰不但要歸功於

黨國強而有力的散佈機制，還要歸功於創造民族舞蹈的幕後大臣—受日

治與西式身體教育的舞蹈家們。

38 弔詭的是，草創期面臨的問題是無典範化的動作標準可依循，因此雜亂無章
法；而將動作標準、系統化後卻面臨部分舞蹈人批評民族舞蹈僵化與停滯不
前。

「體」現中國？：1950－1960年代威權統治下的臺灣民族舞蹈與創作能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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